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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 

 

本論文以位於馬六甲海峽上的華人漁村──五條港，作為田野調查地點，研

究對象為村民以及聚落的建築空間。論文首先探討五條港村作為一個華人移民社

會的形成過程及其空間特性──包括聚落空間的歷史過程、家屋形式的變化；筆

者將以可見的物質遺留以及口述的聚落歷史，對五條港聚落的空間過程做一貫時

性及同時性的整理及分析。 

 

五條港村是一個築在潮間帶軟泥地上的高腳
1
聚落，居民皆為中國福建移民

的後代；村民在這個環境裡結合從原鄉帶來的文化習慣，發展出獨特的空間利用

方式以及觀念，並實踐於建築與空間上。因此，本論文的討論主要包括呈現一個

馬來西亞華人移民聚落的歷史變化，以及聚落的空間現象；並討論此處的生活場

景和生活經驗，對如今的村民有著什麼影響。最後也將討論五條港聚落及家屋空

間所再現的原鄉文化價值和信仰概念；以及其中所反映和投射的村民對家園的矛

盾情緒和多重認同。 

 

關鍵詞：馬來西亞、華人、高腳屋、聚落、社會空間、信仰、家園 

  

                                                 
1 雖學術上稱為“干欄建築”，但筆者認為採用當地人用的名稱“高腳屋”會更貼切。 



 
 

ii 
 

英文摘要 

Abstract 

 

This thesis is an ethnography focuses on residents and the settlement architecture 

space of Sungai Lima, a Chinese village located alongside Malacca Strait. The thesis 

will first discuss the formation process of this Chinese immigrant society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ts space, including the historical process of the settlement space and 

the changes of the form of houses. Based on historical remains and oral interviews, 

the author made diachronic and synchronic reorganization and analysis of the Sungai 

Lima’s settlement space. 

 

Sungai Lima is a fishing village comprising of stilt houses that were built on the 

ground of intertidal soft mud. The villagers are descendents of immigrants from 

Fujian, China. The villagers combined their original cultural habitude from hometown 

(China) an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local environment to develop unique approaches 

and concepts of space utilization and put into practice upon their housing architecture 

and spacing. The main purposes of this research are to unfold the historical changes of 

an immigrant settlement of Malaysian Chinese and the space phenomenon of the 

village. The author also discusses how these living scenes and life experiences 

influenced current villagers. The last part of the discussion focuses on the 

reappearance of hometown cultural values and belief system through Sungai Lima 

Settlement and their house spacing concepts, and the reflected ambivalent feelings 

about homeland and the multiple self-identity of the villagers. 

 

Key words: Malaysia, immigrant , Chinese, stilt house, settlement, religion, sp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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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論 

第一節 前言 

 

  筆者為馬來西亞土生土長的華裔，出生並成長於馬來半島一個小漁村──五

條港，後來舉家搬遷至城市裡，高中畢業後來到台灣念大學及研究所。在經過幾

年的人類學訓練後，回頭看見自己成長的漁村，覺得她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有

許多現象值得人類學者研究。而在這個鄉村人口急速流失的年代，五條港也無法

免於沒落的危機，因此更有必要盡速為她留下具體的記錄。 

 

  五條港是一個築在潮間帶上的高腳聚落，村民以華人（福建同安人）為主。

由於潮間帶固定會被海水淹沒，所有建築皆需架高，而建築之間都以高架橋連結，

日常生活不需要接觸到土地。筆者長大離開村落才知道，生活在土地上而非高架

建築上，才是人類最普遍的居住形式。而馬來西亞的鄉村地區雖然還有許多馬來

人住在高腳屋
2
裡，但那些高腳屋多數也是築於堅實的土地上，這些高腳屋居民只

要走出家屋，還是慣於在土地上活動。 

 

像五條港這樣的高腳聚落，在中國、台灣及其他華人移民地區並不多見。由

中國早期文獻資料可知，干欄式建築或高腳屋過去是南方民族的主要住屋形式之

一。但是，隨著歷史過程中國家勢力與中原文化的強勢影響，目前以高腳建築為

主的華人聚落，僅在西南、廣東、福建沿海出現；而其形式與風格大多與五條港

之高腳屋相異，也甚少看見整個聚落生活面完全在高腳建築之上的例子。相對的，

東南亞（如婆羅洲和泰國等）的近水區域，則常見這種建立在水上的高腳聚落；

這種水上聚落可以說是東南亞一種普遍的聚落型態。 

 

                                                 
2 馬來西亞華人慣用名稱“高腳屋”，學術上則慣用“干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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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親自前往五條港部份居民的原鄉
3
──中國福建省翔安區的下許村，及台灣

的金門烈嶼鄉探訪之後，發現那裡多數是近海的農村，主要為三合院家屋，與五

條港的經濟形態和家屋形式都有很大的落差。基於與原鄉建築物形式的明顯差異，

筆者推論五條港之高架建築，應是這群福建移民來到馬來半島後，順應地理環境

並參考當地建築而形成的一種居住形式。 

 

馬來半島早自公元 1 世紀就開始出現零星的華人移民的蹤跡，不過一直到 15

世紀中國明朝鄭和的船隊開始，才有較明顯的數量定居於此。16 世紀福建開放海

禁，耕地有限、人口劇增的閩粵沿海居民不少移民至東南亞從事貿易活動。不過，

最大的一波移民的潮流，當屬滿清王朝鴉片戰爭後約 1840 年代開始至清朝末年

1910 年代；此時，移民主要是作為勞力、以勞工契約方式向東南亞輸入。相對於

較早期已與當地土著結合或本土化的“華人”(“娘惹峇峇”或“土生華人”)，此

時期移入的中國人口更有規模。此移民潮於 1930 年代結束，那之後，華人則多以

親屬移民模式（以血緣和姻親的關係為基礎）陸續南來。目前，華人占了馬來西

亞總人口的 23%（約 600 萬），在馬來半島分散於西海岸北、中、南部的各個市鎮；

半島兩岸及一些離島上也散佈著許多潮、閩（主要為同安縣）籍4人士聚居的漁村。 

 

五條港居民人口組成以福建同安移民為主。由於五條港聚落所在的吉膽島位

於巴生港外，對外交通不便；一直到 90 年代鄰近的吉膽村有財團購入大型電動船

隻，成立運輸公司，對外交通才開始便捷。因此許多村民日常生活中傳承的“唐

人
5
傳統”依然強烈。但在移居百餘年且傳承三至四代後，如今五條港聚落與福建

原鄉無論在時間或空間上的聯繫關係都已相隔遙遠。當代五條港村民在區域脈絡

                                                 
3 指五條港第一代移民所來自的地方。 
4 華人在馬來西亞常以方言群為次分類，以祖籍為次次分類；不過祖籍已漸不受重視了。 
5 五條港村民以福建話“唐山”指涉“祖國中國”，自稱“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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裡已經屬於馬來西亞居民的一部份；一套大馬
6
華社集體建構的“華人意識”，透

過電視、電台、報紙等國家機器不斷傳播再製，使得密集接受這些資訊的五條港

村民，也普遍將自己視為馬來西亞華人社會的一份子。因是之故，五條港村民的

生活情境交會融合了從福建原鄉攜來的“唐人傳統”與大馬華社主流建構的在地

華人文化。 

 

重新檢視和反思自己的生活成長經驗，筆者決定將五條港聚落的形成過程，

以及家屋和生活空間的發展做為主要研究題目，試圖從社會空間動態建構的角度，

討論五條港居民如何在異鄉潮間帶建構家園，以及如何在不同時代以具體的空間

構成表現出各種認同。 

 

第二節 研究問題 

 

本論文主要將討論幾個問題。首先是高腳聚落形成的時空要素。最基本的問

題就是來自中國福建農村的移民──五條港第一代村民，為何選擇千里迢迢地到

一個海上紅樹林島嶼的潮間帶定居，又如何適應陌生的自然環境裡的種種刻苦條

件，在這裡建構聚落。透過這樣的過程探討，有助於我們了解聚落形態與自然環

境、社會背景等等因素的關係。 

 

其二，這樣的高腳聚落在什麼樣的過程中被建構出來？五條港村民在紅樹林

邊緣砍伐出一片“空地”，在其上築構調適生態環境而又能表現文化價值的高腳

家屋。並且，透過建立能產生熟悉感與歸屬感的聚落，使得一個與原鄉大不相同

的潮間帶環境，變成一個“家園”。本論文的討論除了著重在建築、空間等物質

性的表現之外，也將檢視傳統文化在這個形成家園的過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 

                                                 
6 馬來西亞人民對馬來西亞的簡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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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三，生活環境與居住形態，如何在居民文化信仰觀念的解釋下，影響社會

空間的組成。跨越了地理、文化、國家、海陸界線的五條港村民，生活世界面臨

自然條件與社會環境的差異，成為村民心理不安和危險感的重要因素。對村民來

說，五條港的家屋與聚落範圍充斥著看不見的鬼與神，而廟宇及神像等具體形式，

能將他們心中的不安表現出來。透過探討五條港村的信仰與空間佈居的關聯，我

們能更了解村民對於居住和生活場域的真實感受。 

 

最後要討論的問題，則是五條港人對家園的情感，以及各種層次的認同。雖

然在百餘年的聚落發展歷史過程中，村民已視其生長的五條港聚落為一個家園，

但從他們對這個空間總是隱約顯現的不安全感，以及死後歸屬並不在此地，似乎

顯示出矛盾的居家感受（homeliness）（Tuan，1991）。這種矛盾的情結，相信對於

“家園”的討論可以提供不同的思考。另一方面，村民對於地方、族群、文化、

國家等不同層次的認同，也都透過建築和生活空間的運用表現出來，並且在實踐

中不斷被強調。 

 

總的來說，筆者將從聚落的口述歷史以及高腳建築的觀察，對聚落及家屋的

空間發展做一個整理及分析。也分別從幾個面向──聚落發展史中的人群分佈、

家屋的空間配置和利用習慣、社會空間反映的信仰觀念等，探討五條港村民如何

在各個空間層次建構、表現、實踐他們的文化概念與認同；而這些文化概念又如

何影響村民對於五條港村的真實感受。 

 

第三節 文獻回顧 

 

  進行一個華人移民社會的聚落空間研究，人類學不同階段在空間、家屋與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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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研究的方法、命題、理論變化，提供了本論文重要的思考架構。此外，過去馬

來西亞華人移民相關研究成果的累積，也是本論文的重要參考資料，且突顯了本

論文在研究議題、區域上的特點。 

 

（一）人類學的空間研究 

 

空間（space）是個抽象的概念，除了其物質性的自然地理形式（geographic form）

和人為建構環境（built environment）之外，在人類學中，它也是意識形態、認知

架構、宇宙觀、社會關係、文化習慣等等。最早的人類學空間研究可以追溯到 19

世紀著名的美國人類學家 Lewis Henry Morgan（1881），他將空間視為意識形態，

將所謂“原始社會”的動能制度和社會結構與住屋的形式聯繫起來。隨後，社會

學大師 Durkheim（1915）在《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裡則將時間和空間視為一種

社會的建構物，是先驗的基本社會分類概念之一；Durkheim 的觀點，對本論文討

論田野地的社會空間建構提供了一個基本架構，幫助我們理解五條港人對空間的

分類，是一種宇宙觀的投射。 

 

受 Durkheim 的影響，功能論者如 Malinowski 和 Radcliffe Brown 等，常將空

間或家屋視為一種滿足個人或社會需求的機制。文化生態學者如 Julian Steward，

則強調文化與環境之間適應關係的重要性，將技術與環境視為文化變遷的主因，

且將可為人們所利用的環境與技術，視為文化核心的一部份。功能論及文化生態

學的觀點，在五條港聚落形成過程的討論中，有著重要的影響；可以解釋五條港

村在滿足人類生存的各個層面的需求，及對環境的適應下，誕生、發展以及沒落

的軌跡。 

 

到了 1960 至 70 年代結構論的興起，人類學開始密集地將空間議題作為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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焦點。結構論主要視空間分類為各種社會分類中的一環，其背後有一個“心靈一

致性”的假設。例如 Suzanne Preston Blier 研究在西非 Batammaliba 地區建築，認

為其建築是一種可以經由方向、形式、材質、建築過程和細節了解的文本或語言

系統，而且有當地歷史、命理學、哲學、表現原則、治療概念、法律學和宇宙觀

的基礎，因此，可以透過對建築各個面向的研究，了解其文化的全貌。Blier 指出

Batammaliba 對創世、建築象徵的口述文本，反映在空間形式運用的多重隱喻，也

反映於日常生活和建築的儀式經驗的本體上。透過建築的隱喻和本體，宇宙觀結

構的中心特質變得清晰。（Blier，1987：202）她提供了一個角度，讓筆者試著探

析空間形式裡的多重隱喻，並以當地人的日常生活及宗教經驗去檢驗宇宙觀的中

心特質。 

 

象徵論者則開始注意空間、建築等的象徵意義背後的獨立文化邏輯。例如 Clark 

E. Cunningham（1964）在討論 Atoni 人的房屋結構時，認為其平面反映了一套宇

宙觀，而且是由一些基本原則和“太陽路徑”的東－西向所組織結構而成的。Ronald 

Knapp（1999）在研究中國民居時亦認為居者與建築能通過象徵性而達到“神交”

的境地，與其世界達成溝通，並且使居者將自己置於世界中的某個位置上。（阮昕，

2003）對生活空間的理解、認識，透過建築、居住空間的象徵性，形成了鄉民的

宇宙觀。 

 

Bourdieu（1977，1990）則更細膩、動態地透過慣習（habitus）及實踐（practice）

的概念，認為空間既是由文化結構所產生的慣習，透過每日生活的實踐而創造。

Bourdieu（1970）在 The Berber House 研究中把 Kabyle 人的住宅描述成一個按照

宇宙的對立原則所組織的微觀世界，也和宇宙的其餘部份保持了一種對立關係，

這樣的對立關係也可說是所有生存領域的組織原則。男人與女人在這個微觀世界

裡，實踐著文化習慣，而不斷創造、維持、創新這個空間。以 Bourdieu 的理論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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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現象學取向的人類學者 Tilley 進一步提出，人類對於空間和地景的認識，必

須以身體的行動以及先前的經驗意識為基礎，並且是在社會的特定結構和意義框

架中建構出來的。（Tilley，2002） 

 

較近期的空間研究，例如非洲人類學家 Deborah Pellow（2003）討論空間與性

別、社會變遷之間的關係。她研究非洲 Accra 房屋形式上的變化與“kulle”制度（伊

斯蘭教的性別隔離制度）的關係，認為家屋形式與性別角色的演化息息相關。她

認為，人們總是生產其空間組織合適於居住者的社會生活的住屋，而且建築與社

區的空間排列會反映並加強社會中的性別、種族、階級關係的性質；這些社會關

係，透過空間以一種具體的方式呈現出來，並留下證據。Pellow 的研究，啟發了

本論文對於建築空間、公共空間中的性別關係的討論。 

 

一些人類學的空間研究，曾提出心理因素對空間的感知有著重要影響。例如

美國人類學家 Hall 在其二本極為重要的書籍：《無聲的語言》（The Silent Language，

1959）與《隱藏空間》（The Hidden Dimension，1966）中，區分四種不同的人際距

離──即“親密的”、“個人的”、“社交的”、“公眾的”，探討人際空間距

離對人類行為的作用及其在不同文化中的差異。他的研究對之後的空間行為學

（spatial behavior study）的發展有極大的影響，也是環境心理學中重要的發展。

Anderson（1972）和 Draper（1973）則認為文化使人可以在密集空間裡存活。Gregor

（1974）對 Mehinacu 社會缺乏隱私現象的研究，認為屋牆的薄脆使他們有暴露於

公眾的緊張，所以需要季節性的隔離。而 Altman（1977）的跨文化比較研究則得

出一個結論，“不允許各人有隱私的社會，會存在著較多猜疑與敵意”。 

 

筆者雖以人類學的角度出發而著重於文化對心理因素的影響力，但也認為人

類對環境的感知，應該具有某種程度的普遍性；就像環境心理學與人類學家 Set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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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Low 和環境研究學家 Denise L. Lawrence（1990）所認為，心理對空間感知的影

響是很廣泛而潛藏的；然而他們也認為，“個人的心理狀態”的研究，也要關注

文化、脈絡和意義（Lawrence & Low，1990）。總之，如何突破對“心理因素”的

討論，應該是空間人類學必須考量的發展方向。除了必須保有特殊性之外，人類

學研究也要能找到科際對話的空間，結合其他學科的優點。因此，本論文也嘗試

連結五條港苛刻的生態地理環境，以及其所造就的獨特高腳生活空間，對於居民

心理認知潛在的影響。 

 

在關於高腳屋的人類學研究裡，常見對東南亞民族的建築研究。例如 Roxana 

Waterson（1990）在 The living house : An Anthropology of Architecture in South-East 

Asia 一書中對印尼傳統高腳屋的比較研究，主要包括技術與象徵性、宇宙觀的反

映與產生、家屋的“精神”等等面向的討論，在東南亞本土建築研究上是個重要

的理程碑。Waterson 認為，家屋應該以“living”的角度去探析，living 指的是居住，

及（家屋）栩栩如生、充滿生命力的狀態；並在最後強調“傳統”建築的動態變

化。（Waterson，1990）Waterson 的研究，在本論文討論家屋形式的變化時，提供

了一個值得參考的分析角度。 

 

廖迪生與張兆和（2006）對香港大澳“棚屋”（高腳屋）區的研究，則是少數

的華南高腳住居研究例子之一。作者指出在大澳居民的生活中，宗教活動扮演著

重要的角色，除了可以安撫水、陸的遊魂野鬼外，也有維繫感情的功能。（廖迪生、

張兆和，2006）大澳漁村不僅有著與五條港類似的高腳形式住屋及空間配置，也有

著同樣頻繁的宗教活動。不過其自然環境、社會背景與聚落形成過程都與五條港

不同，有著更複雜的族群關係。本論文從田野地與大澳漁村的諸多異同之處，產

生許多啟發性的思考；大澳的例子，在本論文對宗教與社會空間的討論上，更是

重要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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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之，人類學空間研究，是在物質性與社會性的連結中尋找其他文化意義，

企圖透過對空間的探析來了解一個社會的宇宙觀、政治、經濟、親屬、階級、性

別、信仰等等。筆者認為，各個理論所強調的面向並非各自獨立的力量，因此，

對於社會空間現象的瞭解，有必要從各個不同層面探討空間建構與社會生活的聯

結，才能更深入而廣泛地瞭解文化與空間的動態性關係。在本論文中，筆者將盡

量從各個視角去探討五條港的空間面貌，並以當地人的觀點去做詮釋，希望能更

貼近村民對於居住空間的具體感受，在空間研究的地方觀點上有所建樹。 

 

（二）東南亞／馬來西亞華人移民研究 

 

東南亞在 20 世紀左右開始出現許多中國移民形成的華人社會，但這些華人社

會一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才開始受到人類學者的青睞。主要原因是從 1949

年開始，因為中國的政治因素，使各國學者有頗長一段時間無法在中國做實地考

察；台灣、香港及東南亞華人遂成了傳統中國文化的替代品。這時期，學者除了

希望在東南亞華人社會瞭解中國文化及社會組織在本土以外的社會如何適應與發

展外，同時也希望與中國文化的另一個實驗室──台灣進行比較。（李亦園、郭振宇

1985） 

 

這些研究除了“去脈絡化”（decontextualized）之外，也無法說明整個華人社

會文化的持續、變遷以及當地政治經濟、土著文化元素互動的關係。（Tan，1990：

4）它們預設了文化轉移的必然性，卻忽略了移民及其後代在新社會環境裡的各種

變異性。例如，在林開忠（1999）的碩論〈建構中的“華人文化”：族群屬性、

國家與華教運動〉中，就認為馬來西亞的“傳統中華文化”是在華教運動下鼓吹、

宣傳以及創造而來的，並不能視為傳統中國文化的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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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0 年代以前的華人研究受到結構功能論的影響，探究的主題大部份集中在

有關華人的社團、社會結構等方面。例如 Freedman 在其新加坡華人家族功能及親

屬關係轉變的研究中，認為東南亞華人社會很難發現比家族更大的親族團體

（Freedman，1957），因此志願性社團的存在顯得很重要，也常常是華人研究的重

點。在社團組織當中，他也特別強調宗親會與同鄉會，此二者雖為自願性團體，

但血緣與地緣法則仍然為成員身份限制的重要依據。 

 

1980 年代之後，從事華人研究的學者才開始注意到華人與土著的互動、認同

的變遷以及東南亞華人正逐漸由移民社會轉變為在地化或定居化社會的發展。例

如 Tan Chee Beng（1990，1994）認為華人宗教的開放與融合特性是研究東南亞華

人宗教的關鍵，因為這個特質不僅影響到華人宗教與其它宗教的互動，也使得華

人宗教能夠與現代性相適應，促進華人與當地社會的關係。DeBernardi（2004）的

馬來西亞檳城華人宗教研究，則從宗教信仰的層面探討當地華人的認同問題。Tan

和 DeBernadi 都以宗教為切入點，進而分析出華人的本土化和認同的問題，足見華

人的宗教信仰是做華人研究時一個很重要的方向。 

 

認同的問題在華人研究中也一直是個焦點，不少著名學者針對華人各種層次

的認同做過討論。例如華人移民研究學者 McKeown（1999）指出在 20 世紀初，雖

然選擇認同中國和裔群（diaspora）民族主義很容易，但已有許多中國移民選擇認

同他們生活的土地；特別是在二戰結束、移民路線中斷之後。為了身為華人仍有

可能成為（居住國）國民群體的一部份，人們開始處理多元政治的民族特性，選

擇混合的表述方式，如美籍華人、菲律賓華人、馬來西亞華人等等。外籍華人（Ethnic 

Chinese）的產生、身為外籍華人的身份與意義，受到當地社會關係的影響最大；

有些年輕的外籍華人甚至會因融入當地社會受阻礙而灰心，便轉向裔群民族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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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注意中國。（McKeown，1999） 

 

麥留芳在《方言群認同──早期星馬華人的分類原則》一書中指出，早期的

新馬華人來自於中國不同地方，所講的語言也不同；移民到了海外，必須與各不

同方言群體做最表面化的社會接觸，語言上的差異便很自然地被各社群體驗出來，

終必導出內外群觀念，而成為方言群認同的基礎。（麥留芳，1985）江柏煒在對海

外金門會館的調查中也認為，中國各地不同的風俗和方言，是造成強烈鄉土觀念

的主因之一；強烈的傳統籍貫觀念，與中國特殊的文化以及制度脫離不了關係。（江

柏煒，2007） 

 

陳志明（1998）的〈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則指出在 20 世紀末，馬來西亞的

所有華人已把自己看成屬於一個族群──與馬來人及其他馬來西亞人相對。“馬

來西亞華人仍然以其引以為榮的語言（方言）群體而認同，並且（他們之間）語

言上截然不同。”（Tan，1998：12）如今馬來西亞華人使用華語（即中國的普通

話）作為通用的華人語言，也是華人（學校）教育中傳授知識的媒介語。“以馬

來西亞華人而言，他們是一種異質的（hetero-geneous）華人族群，一種大致認同華

人、馬來西亞化、具有不同地域認同的華人。作為個體和作為亞族群，他們都有

作為華人的不同情感。”（ibid，1998：18） 

 

陳志明的文章提及了馬來西亞華人有“不同地域認同”，但是，對於這一點

的討論並不多見。馬來西亞的華人因為居住的州屬、族群環境（包括本身的方言

群屬、周圍的不同民族）、地理形式等等的差異，都會使其文化形成不同的特色；

每個地方的華人，都有其明顯的特殊性以及認同。以一個地方──尤其是一個小

地方的居民為對象的研究，可以提供與從較大範疇的國族、民族出發相對的地方

觀點，也能夠具體的反映認同的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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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華人漁村人口在馬來西亞華人中所占比例不高，但馬來半島西海岸──

即馬六甲海峽上，亦有不少華人漁村。然而華人漁村在馬來西亞華人社會裡經濟

地位並不高，社會地位也不重要；因此並沒有受到適當的關注。在華人經濟研究

上，一直都是以傑出華商的表現為主，一般中下階層華人的經濟行為──特別是

華人的漁業經濟研究，幾乎引不起學者的興趣。另外，探討移民與空間議題的研

究也並不多見；五條港村擁有如此特殊而與原鄉大不相同的自然地理形式與建構

環境，在移民對空間的適應、結合、反映等等議題上，都是一個極佳的研究對象。 

 

第四節 研究方法及論文架構 

   

作為一個空間人類學的華人研究，選擇五條港作為田野地有明確的優勢──

相對於其他東南亞國家的華人移民來說，馬來西亞的華人人口比例高、傳統文化

受到特別的關注、華人的文化認同特別強烈，可避免族群界線的混淆。也因五條

港聚落地理位置上的孤立，使其作為馬來西亞多元社會的一份子，被其他族群的

影響相對緩慢，“華人社會”的特性相當明顯。而作為人類學的空間研究，五條

港亦有顯著的優點──聚落有清楚的邊界、規模不大（戶數約兩百）、建村歷史不

長（約一百年），除了能清楚統計各種實體結構的資料，也便於視察家屋的發展、

探究完整的聚落形成過程。 

 

本論文研究的主要對象為五條港村的實體結構及社會空間，還有村民的文化

習慣、文化概念等。筆者採用的研究方法，包括歷史文獻資料的蒐集，田野地參

與觀察，圖表繪製等等。蒐集的歷史文獻資料，提供了馬來西亞及華人移民的政

經背景，使五條港這個移民聚落的歷史脈絡變得清晰。但歷史文獻裡缺乏小地方

的具體資料，而五條港村民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對文史資料不甚重視，因此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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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些基本資料及歷史事件，都沒有文字上的記錄或保存；因而，口述歷史在本

論文中是很重要的參考資料。 

 

筆者於 2008 年寒假，以「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暨各大學人類學相關系所

合作培訓計畫：田野可行性調查」所補助的經費前往五條港村進行一個月的預備

調查；於同年暑假以同一計畫的「研究生在地田野研究計畫」的補助經費，進行

兩個月的正式田野調查，包括訪談、繪圖及參與觀察。並於 2010 年 2 月最後一次

到田野地蒐集、補充不完整之田野資料。除了童年在五條港村的十年歲月之外，

筆者總共花費四個月的時間，在五條港村進行人類學式的田野調查。 

 

調查過程中，筆者花費不少精神及時間在彙整口述歷史，訪談對象多為中年

及以上的居民，因他們能提供較多村落的空間歷史資料，對於“唐人（文化）”

一詞的使用也較確定。在性別比例上，因女性明顯缺乏談論環境知識、公共信仰

概念等的自信，而且在公共事務上甚少參與，只占了訪談對象的三至四成。訪談

對象不只包括目前定居的村民，也包括許多已搬遷到城市裡，但在這個村子生長

或曾經住過一段時間的人。而除了手繪的一些家屋結構圖、地形變化圖外，筆者

也與幾位研究所同學合力繪製了一份聚落地圖，並記錄了一些建築的性質、家戶

資料等，作為分析聚落空間的藍圖。 

 

為了能跳脫對自己家鄉的盲點，筆者也專程去了馬來西亞其他地方（檳城）、

其他種族（馬來人）所居住的高腳聚落進行視察，以比照出五條港之獨有的空間

特色。而為了更進一步了解五條港與原鄉的空間關係，筆者也分別探訪了台灣的

小金門（祖籍金門的村民的來源地）及福建的許厝村（村裡的許姓人家的來源地）。

筆者因探訪過原鄉而確知其與五條港村環境之差異，也透過其他高腳村而了解到

五條港村最明顯的空間特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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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論文的結構安排，第一章緒論的部份，首先說明研究的緣起和研究問題。在

第三小節開始回顧前人對於人類學的空間／家屋研究及東南亞／馬來西亞華人研

究，及一些空間及移民議題上的重要論述，並闡明自己將在研究中持什麼樣的論

點，嘗試進行理論的反思或與前人的理論對話。第一章的最後一部份則是簡單介

紹研究的方法和論文的完整架構。 

 

第二章呈現五條港聚落的形成過程及現狀，並討論一個馬來西亞華人移民社

會的形成過程，主要希望重建聚落的發展歷史，分析人群分佈、聚落結構與移民

相關的特質。第三章則談居住型態與空間特性；從五條港的生活空間和經濟空間，

探討其中所隱含的馬來西亞華人在認同上的變化，主要包括探索家屋與工作空間

因為潮間帶聚落性質而形成的特色，和五條港村民如何將“唐山文化”與高腳家

屋與結合。 

 

對五條港的空間有了跨時性和同時性的分析之後，在第四章則討論當代五條

港的社會空間與宗教信仰。主要假設為五條港聚落對神聖空間的建構和空間的神

聖化，與這群福建農民移民海上小島潮間帶有很大的關係。因此試圖探討移民過

程中因跨越邊界而產生的不安，這些不安如何在空間的信仰實踐中被反映，進而

被解決。 

 

而第五章將整合前述三章的內容，總結五條港聚落空間所反映出來的，在人

群對環境的適應過程中建構出來的地方認同，以及村民的傳統文化概念對環境的

解釋而造成的不安全感；最後再試著分析村民對於五條港村的矛盾情感，將如何

導致聚落未來發展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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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五條港聚落的形成 

 

本章主要鋪陳田野地五條港的歷史與地理背景，包括區域的政治經濟狀況、

聚落形成的歷史，以及生態環境對聚落空間的影響。第一部份先敘述馬來西亞近

代華人移民聚落中，五條港以及其他地方的異同以及關係。第二部份簡述五條港

聚落的形成過程，以及聚落在人群分佈上的特色。第三部份則進一步說明聚落周

圍的生態環境，和五條港賴以為生的各種型態的漁業。 

 

第一節 華人移民與海上小島 

 

五條港是一個位於吉膽島上的華人高腳漁村。吉膽島為馬六甲海峽最大的港

口──巴生港西側最外圍的一個小離島，總面積約 30 平方公里，距離巴生港口僅

有 12 海哩，距離印尼則約 65 海哩遠。巴生港口西側共有五個小離島，除了最靠

近巴生港口的英達島（Pulau Indah）上有工業區以及幾個小型馬來村落，此外僅有

吉膽島上有聚落。五條港的行政區隸屬於雪蘭莪州（Selangor，簡稱雪州）的巴生

縣（Klang）。馬來西亞的政治經濟中心（首都吉隆坡 Kuala Lumpur 與政治中心布

城 Putra）也位於雪州境內；從首都搭乘大眾交通工具僅需一小時即可到達巴生港

口，乘渡船則半小時可抵五條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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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1：馬來半島與雪蘭莪州位置圖 

   

馬來西亞是近代中國移民的主要輸入地之一，華人人口比例在東南亞國家內

僅次於新加坡；2008 年 12 月的全國人口總數為 2774 萬7，華人占了 23%（約 600

萬）。華人在馬來半島的主要分佈分散在西海岸北、中、南部的各個市鎮；不過馬

六甲海峽的海岸線及一些海島上也散佈著潮、閩（主要為同安縣）籍8人士聚居的

漁村。由於熱帶海岸線與海島的泥質地形常長滿紅樹林，因此不少漁村建在紅樹

林潮間帶上，以高腳建築為主，靠木橋將整個漁村貫穿起來。不過大部份華人移 民

聚落的環境多數還是緊臨著堅實的土地，不似吉膽島完全是一片密密麻麻的紅樹

林，島上沒有可以耕作農業的堅實土地，村子與陸地的聯繫只能靠船舶。 

 

                                                 
7 (據馬來西亞統計局官方網站) 馬來人 51%、原住民 11%、印度人 7%和其他種族 8%。 
8 華人在馬來西亞常以方言群為次分類，以祖籍為次次分類；不過祖籍已漸不受重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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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2-2：吉膽島與雪蘭莪州平面圖 

 

吉膽島上有三個聚落，兩個較大的是華人漁村，還有一個僅有十餘戶的原住

民聚落則是近十年才搬遷至兩村之間。島北邊是以福建同安人為主的五條港村，

約有兩百戶人家；南邊為潮州人為主的吉膽村──規模是五條港村的五倍以上。

吉膽村是個生活機能建全的大型漁村，村裡除了有中、小學，亦有醫院、警察局、

銀行和各種商店。五條港村民常開漁船去吉膽村購物、娛樂，船程僅需 10 分鐘，

吉膽村除了是五條港村民賴以補給生活用品的地方，也是五條港學童就讀中學的

唯一選擇9。兩村居民的通婚甚為常見，除了嫁娶因素的遷居外，移居的情形並不

多。 

 

一直以來吉膽村可以說是部份五條港村民的臨時生活補給站，不過在 90 年代

吉膽島與巴生市之間交通變得快捷後，更多五條港村民則選擇直接到巴生採購大

部份生活用品。整個吉膽島的發展歷史其實與巴生息息相關；島民生活上所需物

資皆以船舶從巴生港口輸入，捕獲的漁產也多從巴生港口運往各城市銷售。巴生

市作為全國第四大城市，華人在 19 世紀下半葉是巴生開採錫礦的主要勞力，至今

                                                 
9 五條港僅有一所小學。到吉膽上中學的交通由五條港人經營的“校船”負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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華人人口維持在大約三分之一，其中以福建人居多。永春腔調的福建話10是當地華

人流行的主要方言，與五條港的同安腔略有不同，不過皆屬閩南語中的泉漳片，

溝通無阻。 

 

馬來半島西海岸的馬六甲海峽在歷史上很長一段時間是東南亞海上貿易中心，

不過巴生港口和巴生市在 1850 年代才開始展現其重要性，何鳳嬌在《東南亞華僑

資料彙編(一) 》就提及巴生港口在 1940 年代是馬來聯邦11最具規模的港口（何鳳

嬌，1999）。馬來半島最大的華人移民潮從中國滿清王朝鴉片戰爭後一直到 1930

年代，大多數人都知悉契約勞工移民，但研究華人移民的學者 McKeown 就提出另

一種形式的移民──“作為家庭計劃的移民行為，更多地依賴穩定、先例和機會，

而不取決於失序和貧困。”（McKeown，1999:63）根據史料，在五條港建村初期，

僅 1917 年就有 22 艘輪船自廈門駛往新加坡並轉馬六甲、檳城等埠，共搭乘移民 5

萬多人12。五條港的先民主要是以像 Mckeown 說的“家庭計劃”型方式，在這波

移民潮中從廈門搭船而至；而巴生港口的繁榮，是吉膽島上的聚落形成的重要原

因之一。 

 

  此外研究資料也顯示，直到 1940 年代，馬來半島上的華人多數都甚少與其他

種族往來，並沒有太多異族群之間的社會互動與衝突。（何鳳嬌，1999）五條港村

很大程度上符合這樣的說法。五條港漁村雖無法作為一個自給自足的村莊，必須

很高程度依賴吉膽村及巴生市提供的與華人交換的機會；但另一方面，五條港村

孤立於海上，村民與馬來半島上其他民族的互動或文化交流極小。也因為位置偏

僻、經濟落後，在政治上無甚重要性，在 20 世紀前半葉馬來亞13的英國殖民時期

                                                 
10 馬來西亞通行之福建話多指學術上的福建話漳泉片。 
11 英國在 19 世紀下半葉殖民馬來半島，直到 20 世紀前，由彭亨、雪蘭莪、霹靂及森美蘭州所組

成的馬來聯邦為英籍總督們所管轄。 
12 福建省檔案館編：《福建華僑檔案史料》上冊，第 147 頁，檔案出版社，1990。 
13 馬來半島從殖民時代開始被稱為 Malaya 馬來亞，這個區域在 1957 年獨立時稱為“馬來亞聯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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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二戰時的日據時代，五條港都得以躲過政治強權的過份干預或迫害，在村民的

記憶中未留下鮮明的印象。在殖民時代，他們保留了大部份先民從原鄉帶來的語

言、文化傳統與習慣。甚至 1969 年在全國爆發的“513 種族衝突”14事件，五條港

也因為居民族群的單一性而毫不受影響。 

 

馬來亞獨立後，以馬來人為主的國家勢力慢慢在他們的生活裡佔上一席之地。

例如在 1940 年代末，把五條港原有的私塾改建成國立華小；1970 年代開設診所並

派遣護士。水、電供應方面，從 19 世紀末定居在五條港開始，各家戶就都自行蓄

積雨水供日常食、用，也在 1960 年代左右開始購置小型發電機，各自供應家庭用

電。馬來西亞政府直到 1980 年代方到村裡興建發電廠、自來水管，自此水、電皆

由政府統一提供。在村裡，生活中的“異族”（尤其是馬來人）主要是政府機構

裡的官員。1970、80 年代船隻普遍機械化使五條港的對外交通變得頻繁，巴生市

裡混雜的族群才使得他們必須直接面對其他族群。而在 1990 年代以後，村裡開始

出現大量的印尼人；與巴生市人口的頻密流動，也使得五條港村民的福建話也開

始受巴生及其他馬來西亞城鎮福建人的影響，在方言中使用大量外來馬來文詞

彙。 

 

  馬來西亞國語為馬來文，官方語言則馬來文和英文並行。這些事實造成語言

能力不佳的華人在城市裡的生存問題。由於五條港村民大多是一群不諳馬來語及

英語的人，因此更強烈地侷限了他們的生存領域及社會地位。受教育是唯一可改

變村民的職業以及與社會大眾接觸能力的機會，由於與城市之間交通不便，因此

從 80 年代開始便有村民為了下一代的教育問題而遷離村子。馬來政府在宗教上對

回教賦予特權，不過也給予馬來族以外的族群自由信仰的權力；因此華人的民間

信仰（道教）在島上得以蓬勃發展，也明顯出現地方化面貌，宗教儀式和活動與

                                                                                                                                               
邦”之後在 1963 年納入砂朥越、沙巴及新加坡，才成為馬來西亞國。 
14 發生於 1969 年 5 月 13 日，因國會議員選舉結果而引發的種族(主要為巫族與華族之間)衝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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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緊緊地掛鉤。 

 

第二節 聚落發展過程 

 

吉膽島原是一片無人居住的茂密紅樹林。大約 1880 年左右，巴生逐漸形成一

熱鬧的港口城市，住了很多中國移民。一些住在巴生沿岸的人發現吉膽海域螃蟹

產量豐富。初期他們僅以此地為捕蟹地點，每日劃舟前來捕抓螃蟹；後來因每日

往來耗費太多，他們開始在吉膽島沿海地帶砍紅樹、搭建簡陋的臨時居所，減少

往來巴生的次數及花費。慢慢地，此地以豐富螃蟹產量聞名，來此補蟹者漸多，

大家沿著潮間帶搭起一間間的亞答屋15，也逐漸定居於此。 

 

圖 2-3：五條港、吉膽及巴生的相對位置 

 

華人移民把島上的五條河從南至北取名為頭、二、三、四及五條港（如圖 2-2

及 2-3）。由於頭條港出口的位置水道較窄，水流較緩，最早的住民（主要是海南

人與潮州人）集中於此而形成吉膽村。而另一群人逐漸往島的北邊五條港附近聚

居；這群人是以福建同安人為主形成的五條港聚落。福建同安的許厝人是其中一

                                                 
15 以亞答樹（nipah tree）的葉子編織成屋頂及牆的房屋，東南亞家屋常見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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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最早在五條港落腳的人，他們在此地定居後，再寫信回去福建鄉下介紹同鄉的

人來此。如同 McKeown 所言，“家族是最基本的組織，移民網絡建立在家庭之

上，就個體移民而言，華南移民很少是一種開拓行為。他很可能只是追隨某位在

他之前就已到達這裡的叔伯、父親、祖父甚至曾祖的腳步。”（McKeown，1999：

65）五條港人就這樣一呼百應地從遙遠的同安，在廈門搭船到新加坡或巴生港口

登陸，再乘小渡船到吉膽島上。最早抵達的許厝村人都選擇在五條港河的南岸落

腳，北岸則因隔著河流，交通不便，較少人居住。來自其他鄉下──南安，安溪，

召安，廈門，金門，同安的新店、劉五店等地──的人，則選擇在許姓聚居區的

南邊落腳。 

 

福建是馬來西亞華人移民最早也最主要的來源地之一。“福建人早期的移民

模式決定了他們的社會組織……為了安全和互助以及新環境的需要，他們都聚族

而居，建立宗親會……福建人宗親組織的一個重要特徵就是他們大部份屬於地域

性的氏族。所謂地域性的氏族就是血緣、地緣和方言的結合。”（林忠強等，2006：

2）由福建人組成的五條港村即呈現此種面貌。約 1930 年代開始，村裡出現了兩

個社團──「泉義和」和「同安聯誼社」。前者位在村北，主要成員是住在村北的

許姓人氏及其他村民，後者位在村南，由南部的村民所組織。兩邊各自在村子的

中心地帶建立了“苦力間”16。苦力間的存在起初是為了安置初到此地還未興建家

屋者，以及團結同鄉的力量。後來這兩個社團漸漸發展成村內地緣性團體，「泉義

和」代表著村北的居民，而「同安聯誼社」集結著村南的力量，使五條港分割成

南北對峙的局面──兩個社團的分界後來形成村子的主要分區：南勢及北勢。1940

年代初，全村已有約 60 戶人家，集中在五條港河南岸至帝君廟（今“振龍宮”前

身，主神帝君從福建同安請來）附近，規模約為今天的三分之一。 

                                                 
16 苦力間多數是由同一條鄉村又同姓，甚至又從事同一個行業的人所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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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4：1940 年代的五條港聚落規模 

 

在馬來亞 20 世紀初的英國殖民時期，以及二戰時被日本統治的三年八個月17，

殖民勢力一直沒有對吉膽島上的漁村投入太多關注或干預，僅偶爾派兵前來巡視。

二戰爆發，日本軍隊進駐馬來亞時，巴生這個海港城市受到很大程度的控制。由

於反日勢力中華僑為主要力量，日軍因此特別針對華人，使得在城市裡的華人難

以生存。戰爭時期，吉膽島上的漁民利用海路從泰國運送稻米買賣，因此糧食不

虞匱乏（江柏煒，2007：101）；加上孤島以及紅樹林的地理環境有利於逃跑及躲

藏，儼然成了當時的世外桃源，因此有許多附近城市裡的華人遷到吉膽島來定居。 

 

1950 年代，吉膽島引進了日本油屎引擎18與原子漁網19，使得捕魚技術大大改

進而漁獲量大增（江柏煒，2007：114），五條港漁業的蓬勃也吸引了遠近的華人

（主要為福建人），包括瓜拉雪蘭莪（Kuala Selangor）、沙沙蘭（雙溪毛糯 Sungai 

                                                 
17 日軍於 1941 年 12 月入侵馬來亞，打敗英軍而控制馬來亞長達三年八個月。 
18 即使用柴油動力的發動機(引擎為英文 engine)。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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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uloh）、大港（Sungai Besar），以及印尼蘇門答臘島東岸的漁村 Bagansiapi 等等，

前來定居。這些後來遷入的村民，多在南勢興建家屋，使得村子越來越向南發展。

另一邊廂，在泥土的淤積情形日益嚴重下，也因為執行蝦米20業必須擁有靠海的空

間，一些住戶從五條港河邊或離海口21較遠的地方搬到五條港河的北岸海口去，河

北岸的房屋也漸漸多了起來，第一座跨河的橋便建立於 50 年代。 

 

陸續從其他地方遷至五條港的華人，一則由於村北區為許姓人氏的勢力範圍，

外人難以融入，二則北區已接近島的北端──空間不多且海潮較急，一律往村的

南端發展。大體而言，五條港聚落北區規模於 1960 年代末期已大致成形。家屋沿

著五條港河兩岸以及海口分佈，頗為集中；南北區交界處（街場區）更是聚落中

心，是咖啡店、小吃店及會所集中區域。直至今天，大部份的許姓人家仍住在北

區，且以最初由許厝人帶來的“許真人”廟（旌陽宮）為區域中心。南區聚落發

展較晚，由於漁業型態對海口地的需求，後來的居民盡往南部尾端蓋房子；南區

以振龍宮為信仰中心，不斷加長的聚落使尾端的住戶愈來愈顯邊陲，由於南區末

端家戶與村子的具體連接只有一、兩條小木橋，常常顯得冷清而孤立。 

                                                 
20 一種曬乾的蝦肉，製作過程需要大片空地；本章第三節將詳述。 
21 當地人指稱靠海（低潮線）最近的地方叫“海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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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圖 2-5：1980 年代聚落基本分區 

 

  五條港村在 1931 年曾發生過一次火災，燒了幾間大街上的房子。在 1960 年

的陰曆（村民慣用的曆法，稱“唐人日子”）六月二十日，又發生了更嚴重的大

火災。這次火災幾乎燒掉村裡的一半房屋，整個街場區被夷為平地。火災後，獨

立的馬來亞聯合邦政府重新（平均）劃地並且補助部份重建費用；重建的工程由

數個巴生的建築商承攬。火災前，聚落中心原有家屋、網寮、小商店等建築混雜

相間，這次的災後重建則使得街場區的結構變得整齊劃一；街場區的道路兩旁只

留有住屋及小商店，而漁獲處理空間都移至住屋後部，清楚地隔離到街場區以外

了。另外，來自巴生的建築師傅則使得房屋的形式更加一致，在風格上也更接近

城市裡的華人住宅。直到目前，我們仍可以看見規劃過的區域與其他區域之間明

顯的空間佈局的差異。 



 

25 
 

 

圖版 2-1：1970 年代五條港俯瞰照 

 

1970 年代的全球經濟大蕭條、馬來西亞政府施行的新經濟政策22，使得許多華

人從城市回流到鄉下地區，五條港的家戶與人口數在 1980 年代達到高峰，估計居

民有 2000 餘人，小學生人數在 300 左右。那時期的漁獲也是前所未有的豐碩，許

多漁夫豐收後增買新船、翻新擴大漁獲處理空間。一向與吉膽島有往來的印尼蘇

門答臘東岸沿海地帶（五條港人稱蘇門答臘為“西勢”），這時也開始有許多印尼

裔男性渡海來到五條港村，填補了漁業擴張下的人力需求；這些印尼裔男性勞工

主要作為出海捕魚時的副手及漁獲加工工人。 

 

這樣的繁榮景象一直持續到 90 年代，國內經濟的復甦與全球化的趨勢，致使

五條港村民開始外移；而五條港的印尼裔人口則不斷成長。漁業的人力需求越來

                                                 
22 1970 至 1991 年實施的政策，闡明目標是消除貧困和重整經濟結構，以平衡各種族之間的經濟差

異。最初的提出的目標是把土著：非土著：外國人的經濟比率由 2.4：33：63 調整至 30：40：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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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依賴印尼來的男性勞工，村民也開始僱印尼裔女性作為家庭幫傭；這些印尼裔

男性工人在僱主同意下，在漁獲處理空間搭建閣樓作為臥室，並隔出廚房與廁所，

使得該空間充滿生活功能，在“漁忙”以外的時間自成一個印尼人活動區域。而

在公共空間方面，也有五條港村民開設專供印尼人休閒的娛樂場所；大量的印尼

人雖然與五條港村民同住在村裡，但在空間上卻是明顯地被隔離起來。 

 

而村裡唯一的一個馬來人家庭，是 2000 年後為了監督發電廠23的興建及運作

而來到五條港村的政府官員。他們的家屋為新建的水泥建築，位於南勢的發電廠

入口處。在此之前，五條港從未有馬來人定居。該名馬來官員的小孩就讀於五條

港新民華小，已經能說基本的華語；但他們一家人甚少在村裡的公共空間，與其

他五條港村民一起活動。 

 

五條港的聚落空間至 90 年代已停止擴張，全村約有 220 間住屋，多數公共設

施及商店都在街場，此區是建築物最密集的地方，路、埕與家屋綿密相連，讓人

較不易察覺其高腳性質。北勢相對於南勢有較完善的公路設施，以一條水泥路貫

穿到末端的兩間小廟；南部距離街場較遠，未建立完整的公路，最後十來戶的成

員要回家時仍需穿越別人家門口的埕。不過在 21 世紀，相對於北勢已有許多許姓

人氏搬遷至城裡，南勢的發展顯得蓬勃，如今全村最大的雜貨店即在此區，新的

村廟也都成立於此。 

 

如今不少居民在鄰近的城市裡已購置房地產，把小孩送到城市去就學24，或者

到城市裡工作，留下老人家及房子做為渡假或團聚的據點，一些房子甚至已經人

去樓空，任其朽壞。目前在五條港定居的村民僅有約五至七百人，主要為老人、

                                                 
23 於 2008 年興建完成，目前負責全吉膽島的電流供應。 
24 五條港只有一所小學，沒有中學；而吉膽村僅有一所以馬來文為教學媒介語的國立中學。因此

想讓小孩受中文教育就得到巴生市就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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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青漁夫夫婦以及他們尚就讀國小的小孩。而印尼裔人口25粗略估計有超過兩百人，

男女比例大約 10 比 1。印尼工人的人數以及青壯年比例為五條港帶來潛在的治安

問題；印尼人聚集的工作空間與娛樂的撞球間，形成了一個在村裡的“異質空間”，

是女性村民不適宜、男性村民不喜歡逗留的地方。 

 

第三節 生態環境與生業型態 

 

五條港聚落所在的吉膽島（經緯度 N3.033，E101.258），由於地理位置接近赤

道，屬熱帶型雨林氣候，無四季之分，也無颱風、地震等自然災害，僅有旱雨季

之別。年平均氣溫 29 攝氏度。多暴雨；全年平均降雨量約 3000mm，以 10~12 月

雨量為多。屬半日潮，平均潮差 2.9m。 

 

吉膽島地形屬於紅樹林沼澤，這種沼澤常出現在潮汐26與海浪比較弱的海灣或

河口，因河水與海潮帶來的最細微顆粒──泥在此緩流區沈澱而形成泥質灘地

（mud flats）。紅樹林沼澤有一些特殊環境因子，如土壤的缺氧狀態、鹽度和水溫

的變動、水陸環境的轉換（潮間帶特質），對動植物的生存造成限制。一般食用作

物或經濟作物都無法在這種地形上耕作，僅有少數發展出特殊習性的動物──如

猴子、鱷魚、蛇、彈塗魚、螃蟹等，才能適應紅樹林沼澤環境。不過五條港的聚

落史上並未聽聞鱷魚傷害居民的事故，而且在 1950、60 年代之後鱷魚似乎就絕跡

了。紅樹林因為能適應潮間帶27缺氧和鹽量高的土壤，而使它們在這種環境下有絕

對的優勢，是熱帶和亞熱帶地區常見的沿海沼澤植物群。 

 

                                                 
25 皆為搭船從邊境進入五條港村的男性漁工及女性家庭幫傭。 
26 潮汐是指地球上的海水或江水，受到太陽、月球的引力以及地球自轉的影響，每天各有兩次水

位的漲退。每個月當月球、地球和太陽成一直線時，潮差最大，形成大潮；而每逢上下弦是為小潮。 
27 潮間帶是海水漲潮到最高位（高潮線）和退潮時退至最低位（低潮線）之間，會曝露在空氣中

的海岸部分──漲潮時潮間帶被水淹沒，退潮時潮間帶露出水面。紅樹林島的特色是，全島都屬於

潮間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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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樹林因為生長在河海交會處，形成一道天然屏障，可免岸邊受到海潮的直

接沖刷，大片的紅樹林也有防風的功能；而五條港位於吉膽島上面向大陸的那一

側，與大陸之間還隔著一大片紅樹林，海水潮流急緩適中，海風也不會太強，是

很好的避風港。紅樹林沼澤無法種植農作，亦缺乏可食用的陸上脊椎動物，但其

海域有豐富的海產。這是由於紅樹林植物的枯枝敗葉被分解成有機碎屑，加上河

流上游沖刷下來的有機物被帶出河口附近的海域，成為許多魚、蝦、蟹、貝的食

物，故吸引許多海中生物前來攝食、孵卵、棲息。吉膽島就因此吸引了人群，在

島上聚居而形成漁村。 

 

五條港男性村民約有八成是漁夫，對村民而言，生活在潮間帶且以依賴潮汐

的漁業為生計，海水規律性的漲退是重要的作息依據；他們根據潮汐的變化發展

出一套出海捕漁的週期，因此他們過著以月球運轉為週期的陰曆時間。他們觀察

到海水的漲退速度及時間、水位的高低皆有一個時間上的循環，而把每月的陰曆

廿八或廿九到隔月初五、六，和十三或十四日到廿或廿一日定為大潮28，其餘時間

定為小潮29；而每一個大潮加一個小潮合起來（半個月）稱作“一（個潮）流”，

是漁獲交易的時間單位。以往，村民是靠著經驗自行判斷海水漲退的時間、高度

而決定出海的日子及時間，近年則巴生海事局給漁民提供了“水位表”，使村民

能更精確預測潮汐與收獲。 

 

在五條港，並非每一戶人家都有船；從事漁業的、貨運業的、載客等的家庭

才需要擁有船隻。船的功能主要在生業活動上，作為交通工具只是附屬；因為村

裡平時已有固定的客船來往巴生港口以及吉膽村，而村內則都有完整的道路可以

通行。不同的漁業有不同類型的船，五條港村民根據船的用途將之命名，例如七

星船（棧船）“腳踏”、網（綾）船，還有貨船、客船等等，以下介紹漁業時將

                                                 
28 大潮的潮差（絕對高潮與絕對低潮的差距）大，水流急。絕對高潮和絕對低潮都在大潮出現。 
29 小潮的潮流較緩，潮差較小。 



 

29 
 

詳細說明。 

圖版 2-2：網船 

圖版 2-3：七星船（棧船） 

圖版 2-4：“腳踏” 

圖版 2-5：貨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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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2-6：客船 

 

  五條港目前主要的漁業有兩種，一種是 40 年代福建的南安人帶來的“七星”

漁業，另一種是“抓綾” 30。兩者皆為淺海漁業，其中又以七星為大宗，約有 80

家；而七星漁業也是使五條港聚落的空間型態與別的高腳漁村不同的最主要原因。

七星漁業使用的船有兩種，即七星船（棧船）及“腳踏”31；“腳踏”長 40 餘英

尺、有引擎，七星船長 60 餘英尺、沒有引擎、主要功能為存放漁獲以及充當漁夫

的起居休息處。一個七星船隊通常由一艘七星船加一到兩艘“腳踏”組成，每一

艘“腳踏”配兩到三名漁夫。從事七星的漁夫在每個月的大潮開始時，開著拖著

七星船的“腳踏”出海工作。漁夫抵達目的海域後將棧船停泊，然後開著“腳踏”

去撒網。他們用約 50 英尺的細長紅樹樹幹固定住漁網的位置，讓海水潮流將海裡

生物送入七星網。 

 

圖 2-6：七星漁網 

                                                 
30 綾指的就是“原子網”。在五條港“綾”用來捕花蟹及各種魚，不同形式的綾抓的魚種類不同。 
31 “腳踏”指做為代步的工具，除了用在七星漁業上，也是一般的代步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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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水的漲退每六小時交替一次，漁夫則趁交替的時間收網，並依新的潮流方

向下網，因此無論漲潮退潮皆可捕獲，一天可收四次網。“腳踏”起獲的海產先

存放在七星船，等待運輸船或漁商前來收貨。因為需靠潮流的力量，大潮潮汐較

強時作業較有利；而目的海域與聚落有約兩小時的距離，七星漁夫通常整個大潮

時都待在海上（約五至七天），以七星船為起居空間。 

 

七星魚網的形狀為漏斗型，網眼由三分到七寸，因而可以將所有經過的小型

海中生物都一概套牢。在五條港的海域中，通常捕獲的主要漁產是蝦子、峇拉煎32、

各種魚類、海蜇皮（水母）等等。因為蝦子捕獲量大，五條港從事七星者皆自行

製作成蝦米出售，因此需要一處蝦米加工廠兼放置漁網的空間（當地人稱“網

寮”），以及大片的曬蝦埕（又稱“排埕”）；蝦子以外的其他漁獲，魚類另有吉

膽村的漁商收購，峇拉煎及海蜇皮則賣給村裡的商人去加工。 

 

隨附著七星漁業而生存的一種行業為“蝦船”。由於七星漁業每次出海都在

海上逗留約一星期，其新鮮漁獲就由漁商或中介商每天到海上的七星船去收購；

專門向他們收購鮮蝦再轉賣到吉膽村的，就是“濕蝦（鮮蝦）船”。另外一種是

稱作“乾蝦（熟蝦）船”的運輸船，也必須每天到七星船處收集要製成蝦米的熟

蝦子，載回村子裡各家七星的網寮去。七星捕獲的峇拉煎及海蜇皮，也由乾蝦船

收集，再送到五條港村裡的幾家加工廠去。 

 

另一種漁業“抓綾”，則是泛指專門捕某種魚類（一種或多種）的作業方式；

在五條港目前約有 30 餘戶從事此行。抓綾的漁夫一般也在大潮時出海，以專屬的

漁網捕獲單一種類的魚，因此綾的種類直接以魚種命名；五條港的綾網多數是“馬

                                                 
32 馬來文 Belacan 的音譯，指細小的蝦苗，可以製成醬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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鮫綾”，其他還有“西刀綾”、“大目綾”，和什麼魚都捕的“什魚綾”等。出

海後他們直接將漁獲賣給吉膽村的漁商，回到村裡沒有後置作業；因為綾又輕又

細，也不需要特定空間去存放，一般就收在船艙裡。 

 

圖 2-7：吉膽島海域常見食用魚 

 

  除了需要直接出海的漁業，五條港還有其他後置的漁獲加工業，例如峇拉煎、

海蜇皮加工業。峇拉煎及海蜇皮加工業者向七星船收購後，進行初步加工再轉售

至馬來西亞國內各處，或者出口到東南亞其他國家。峇拉煎的加工需要曬乾並攪

成泥狀，需要類似於製作蝦米的空間，不過由於成本較大，利潤較高，其規模一

般都比七星業者大。而海蜇皮業者，由於近年來產量不多，他們都借用七星的網

寮進行加工和包裝。 

 

80 年代以前，村中並未出現從印尼來的勞工。那時候七星業者家中的婦女及

小孩都必須幫忙蝦米的製作，五條港人稱在岸上後製蝦米的工作為“企山”33。運

輸船負責將各家七星船的熟蝦子從海上運到各家網寮，企山婦女將熟蝦鋪在曬埕

                                                 
33 “企”在福建話中是站的意思，相對出海的漁夫而言，代表著“站在山上”等漁獲的工人。 



 

33 
 

上曬一整天，然後集中在網寮搗碎蝦殻，再篩掉碎殻及雜質。在進行包裝以前，

還有一道撿拾“骯髒”的手續，即用肉眼挑出蝦米中混雜的其他東西（細小的魚

乾、花枝乾等）；這是較悠閒的一項工作，會在家中或前院進行。除了曬蝦米和撿

蝦米的過程，多數工作在 90 年代開始都有機器可以代勞。 

 

圖版 2-7：黃昏時分收蝦米的工人和在海裡戲水的小孩 

 

圖版 2-8：在門口的埕上撿蝦米的夫婦 

 

  而峇拉煎的加工又略為不同。業者在自家漁獲處理空間等運輸船載來一籠籠

的蝦苗，在俗稱“萬山”34的加工廠裡堆積成一座座的小山，然後加鹽醃置。一段

時間後將蝦苗鋪到曬埕上，曬乾後則再在萬山裡用機器攪成泥狀，包裝後即可售

出。而此種峇拉煎僅為半成品，並不能直接食用，需再經過特殊加工及料理方可

                                                 
34 “萬山”泛指漁獲加工廠，包括網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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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因為峇拉煎並非華人的傳統食物，在馬來西亞主要由馬來人製成醬料用，

五條港村民並沒有直接利用。峇拉煎由無數蝦苗組成，比起蝦米，製作過程粗重

許多，加上五條港的峇拉煎業者經濟能力都屬中上，多會另聘工人。五條港僱用

印尼工人，可說是由峇拉煎業者開始的，到 90 年代後期，包括海上的漁工以及企

山等工作，都已經大量僱用印尼人了。如今村中婦女的生活範圍，在某種程度來

說已退出漁獲處理空間。 

 

  除了以上所述的漁業外，還有一些村民則經營漁業的副產業，例如收購蝦米

製作過程中產生的蝦糠（蝦殻）轉售到巴生（可用來做動物飼料），收購漁獲中“不

能吃”的“臭魚”轉賣養魚場當飼料，將小魚曬成魚干出售等等。 

 圖版 2-9：曬埕上的小魚干 

 

除了與海產相關的行業以外，小部份的五條港人則在村裡開店做小生意，例

如咖啡店、小吃店、雜貨店、水果攤販、零食攤販、麻將間及撞球間等。雜貨店

兼賣蔬菜，在村南及村北各有一家，蔬菜由每天的早班客船從巴生送來。其他的

咖啡店、小吃店以及娛樂場所，則幾乎都集中在街場區。由於漁夫大都在大潮時

出海捕魚、小潮時在家休息，再者其他海產行業都與七星漁業息息相關，所以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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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影響村中其他產業的營運──大潮時多數男人不是在海上渡過就是在萬山裡忙

碌，街道上顯得較為冷清，除了雜貨店以及小部份小吃店，多數商店都不營業；

小潮時街場區、咖啡店、麻將間、撞球間裡都充滿無所事事的漁夫，顯得相當熱

鬧。 

 

第四節  小結 

 

從五條港聚落的發展過程中，可以看見近代馬來西亞華人移民模式對聚落結

構的影響；人們以同鄉、同腔等原因聚集，以社團的力量維持一種祖源認同，卻

造成移民社會地方上的斷裂。直至 1990 年代印尼人口的加入，又使村子面臨了一

種新的景象。不過在五條港，聚落型態最主要的形塑力量不只是人群，其特殊的

生態環境也是一個有力的因素。在累積的地方知識以及生業型態的選擇下，聚落

整體在空間上明顯的向南以及向海發展，其實也接間透露出這群華人在家戶空間

上的領域觀、對樹林與海洋的觀感等等觀念。 

 

陳達於 1938 年提出的一般性假設，假定每個方言群大致上會與某些行業產生

某些關聯。在馬六甲海峽的華人漁村，包括吉膽村及五條港村，確實看得出這樣

的趨勢──在海岸線及海島上以捕魚維生的華人，主要（祖籍）是潮州人及福建

同安人，各自操著鄉音各異的方言。而麥留方提出的方言群認同理論，說明近代

中國移民在馬來半島上乃以方言群為認同對象，這則可解釋吉膽島上何以形成兩

個華人漁村。這群福建同安人不親近以潮州人及海南人為主的吉膽村，而落腳在

五條港形成另一個村子。在馬來半島上的華人移民，大致以相同的方言及家鄉聚

居，並在落腳之處結合了新的生活方式，因此在華人這個大類別下形成了多層次

的方言群、祖籍、區域等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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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環境、經濟形態、傳統文化習慣等促成了五條港村的出現，形塑了五條

港的聚落型態；村民在時間進行中不斷地為各種發展做出選擇，除了顯現他們文

化中的概念，同時也與新環境做出妥協、調適，以致慢慢發展出一套與空間密不

可分的地方知識和生活型態。在五條港聚落的成長、停滯甚至衰退的過程中，我

們也看見了一部動態的生命史。下一章我將以聚落及家屋的空間建構與特性變化，

更詳盡地討論五條港的空間模式與生活經驗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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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居住型態與空間特性 

 

五條港的居住型態和空間構成與主要的生業活動──漁業與生態地理環境息

息相關。由於自然環境的限制及變化，對聚落型態以及空間發展有著明顯的影響，

也使家戶空間產生特殊型態。因此，本章第一節首先將說明五條港的家屋及工作

間如何因應潮間帶的潮汐漲退而建，隨後又因泥土的淤積，分別在垂直以及水平

空間上做出調適。然後提出築在潮間帶的家屋為了構成聚落必須有實體建築連結，

而在空間上形成的幾個特色，例如門口的埕以及屬於各家戶的路等等。說明了高

腳聚落家屋的一些特色之後，第二節則進一步檢視五條港村的家屋在百餘年歷史

中經過的幾個發展階段──亞答屋、木屋以及水泥屋，並了解各個階段的家屋形

式與五條港村民的國家、文化、地方認同之間的關係。第三節則進一步介紹五條

港的高腳屋在家內外空間上的分配及利用，和村民對於各個空間的認知與實踐。 

 

第一節 高腳聚落與家屋的空間關係 

 

築在潮間帶的五條港聚落，為了適應生態環境而興建高腳建築，海水的潮汐

升降的變化是聚落及家戶發展無法忽視的條件之一。雖然家屋和路、橋皆由許多

樁柱撐起而離海底35十餘公尺高，退潮時明顯可看出是高腳屋，但屋下的空間實則

是一個不穩定的動態變化空間，它每天有一半的時間充斥著海水。因為這樣的特

質，五條港的高腳屋不管在形制上或空間利用上都與馬來人的傳統高腳屋（如圖

3-1）不同──馬來人的高腳屋多見於陸地上，高出地面的椿柱之間的空間通常用

來畜養家禽、停放車輛或者進行其他活動。另一方面，由於五條港高腳屋下的海

土被海水覆蓋的時間很長，土質的高含鹽量和缺氧性使得多數植物無法在此地種

植；而且土質的濕軟狀態，更使得居民無法直接在泥土地上進行任何活動。為了

                                                 
35 村民指稱屋下的泥土地為海底，泥土稱“海土”；指稱對象是一樣的，視脈絡而選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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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受漲退潮影響下進行所有日常活動，在平常生活中，村民只使用一個平面，

即高腳上的木板或水泥地面。 

  

圖 3-1：馬來高腳屋平面圖二例 

 

五條港高腳聚落的空間組成關係，可以分別由垂直的與水平的二個面向來

看。 

 

（一）垂直面向的空間關係： 

 

每個單一的高腳建築都有其垂直空間的層次性，從低到高可分為“厝腳”

（屋底）、厝內、厝頂。擴大至整個聚落生活使用角度來看則可分為生活面

以下（海底）以及生活面。“厝腳”的高度並非隨意的，首要的原則是建

築物（不包括其“腳”）底部要在絕對高潮線之上，完全不會被海水淹浸。

但是，因為吉膽島與對面的紅樹林島之間港道甚淺，水流不急，因而使得

建築物之樁柱之間淤積快速，堆積物（如垃圾）也不易被海水排除。由於

海土的淤積直接影響海水的絕對高潮高度，因此村民需要在歷史過程中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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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環境的變化累積經驗，不斷找出適當的高度。 

 

（二）水平面向的空間關係： 

 

水平面上的空間問題則與建築物所在的位置有關。最初的房子直接蓋在

沿海紅樹林邊緣砍伐出的空間，絕對低潮線就在屋腳不遠，可以隨時從屋

裡直接下船並出航；這對基本生業活動而言是不可缺少的要點。但是，隨

著海土的淤積，逐漸使絕對低潮線下降／後退，因而使家屋在水平距離上

離海岸與低潮線越來越遠。為了可以隨時開船出海，船隻必須停在低潮線

處；家屋主人為了可以隨時登船，便將建築物往海面延伸；從 1940 年代至

今，大約延伸了 50 至 80 米長。因此，每一個靠海的家戶空間都不斷地往

海上延伸，直至建築物的位置剛好在低潮線處。（見圖 3-2：1 至 4 的動態調

整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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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2：潮間帶海土淤積與家屋在垂直與水平空間上的發展 

 

圖解：1. 未有人類居住的吉膽島沿岸 

2.村民在紅樹林邊緣伐木造屋，其屋的高度、停船位置都與海水面相適 

3.但高低潮線的改變使得建築物原來的高度與位置不再方便利用海水 

4.於是房屋越來越高，建築物越來越向海延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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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港的經濟活動多以家庭為獨立單位，以家戶為單位的漁業形態明顯地表

現在空間上──佔了聚落總戶數八成的漁業家庭，其完整的家戶空間包括一間家

屋、一間“萬山”、一片曬埕以及數條路／橋。低潮線的後退使家屋發展成深長

形，漁獲處理空間也加長了建築的水平長度，得以不斷往海上靠近；因而一個從

事七星或峇拉煎業的家戶空間經常呈現長形結構，從海邊往內的水平空間組成，

大致分為 1.停船處；2.萬山；3.曬埕；4.家屋。（見圖 3-3） 

 

圖 3-3：一個靠海家戶的水平空間平面圖 

 

在水平面上，潮間帶高腳聚落形成另一個顯著的特質。整體而言，五條港聚

落的每一棟建築之間透過路或埕的實體連結，形成聚落建築在實體上的縱向連續

性。村裡的住家、商店、工作間、學校、廟宇等等，無一不是架高在一枝枝的樁

柱上，而且建築與建築之間都以鋪設的路橋直接相連。在五條港，路並不是“走

出來的”，而是必須實際上用不同建材高架搭建而成。這裡所有的路雖同時符合

定義上的橋，但是僅有架在河流上的通道村民才稱之為橋，而其他均稱為路。 

 

在村子尚未有公路36的時期，每一棟家屋前的一小片埕相連起來即形成通道，

而較遠的家屋間則需自行搭建木構路通行；更遠些的就以小舢舨來往，或是海水

退潮時跳到海土上行走。本來作為戶外家庭活動空間的埕，同時也成了人行道，

各屋主在人情上不能拒絕讓村民行經。在有公路的地方，埕就是家屋內與公共空

間（公路）之間的灰色地帶，對五條港的家屋來說這是空間的基礎配置之一。 

                                                 
36指集眾人的財、力合建，或者政府撥款建的路；90 年代前一律為木構，之後改用水泥材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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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1：家屋前的埕 

 

路與橋的曖昧性，也因此成為高腳聚落的另一個空間特性。由於整個聚落建

築於海土／海水之上，所有的通道都呈現高架狀態，在一般定義下都可以稱之為

橋。但在五條港，村民一般只視拱形、且明顯跨於溪流、河流上者為橋，例如跨

築在五條港河上的“新橋”與“舊橋”；其他的高架道路則一律稱為“路”。 

 

基於實體空間建構上的連續性需求，使得五條港每一棟房屋若不與鄰居相連，

就必須有一條路供人出入，而與公路相接的門就是家屋的主要出入口。早期未經

規劃的五條港，家屋幾乎都面海背林，路則皆與家門前的埕連接，人們自然都從

正門口出入家屋。但是，1960 年代之後，村子裡因發展的先後順序以及中心與邊

陲的關係，有些家屋以前門對著公路，有些卻以後門連接公路。面向公路的家屋，

主要在 1960 年代的火災範圍，也是廣義的街場區。 

 

街場區具體位置大約從碼頭往北三戶，以及碼頭往南約十餘戶的範圍。60 年

代的火災發生前，那裡原就集中了幾家商店如雜貨店與咖啡店，已經是休閒以及



 

43 
 

平日補給柴米油鹽的地方。火災後，這個區域的房屋被整齊地畫分土地、規劃成

面向街道的家屋或店屋建築，除了商店外，公會、社團等組織也都成立在此區，

鄰近街場區的公共碼頭亦是災後建設之一。不過五條港村除了食店、咖啡店、雜

貨店、漁具店及撞球店外，並沒有其他專門店；一般較大型或昂貴的家庭用品，

村民都必須到吉膽村或巴生去採購。從災前到現在，街場區一直是漁閒時候最熱

鬧的地方；不過到了 80 年代聚落發展顛峰時，村南及村北都出現了雜貨店，婦女

們因此不再需要經常出入街場區補充物資。至此，街場區不再是補充物資的重要

地方，但仍然是男人們休閒及娛樂的主要區域。 

 

圖 3-4：街場區的高腳屋 

 

此區的房屋皆以正門對著街道，背向紅樹林或海。（如圖 3-4）這些正門面對

公路的家屋，門前的埕在前廊與公路之間，是有著亦公亦私屬性的領域。由於前

廊就是家庭成員乘涼的地方，他們經常喜歡坐在圍欄裡的長櫈上，隔著埕與行人

打招呼。帶圍欄的前廊雖然是 60 年代才出現的格局，但現今已是五條港家屋的基

本配置；就如同橋的扶手，高腳建築上的圍欄裝置可以防止東西掉下或者小孩跌

到海底，所以前廊亦是家庭幼兒理想的戶外活動空間。 

 

五條港聚落南北區尾端的家屋發展則出現另一種情形。那裡多數房子先於公

路的存在，且普遍都面海背林；泥土地傾斜入海，家屋（與海土地面的距離）也

就前高後底。後來欲蓋公路時，通常選擇從住屋的後方聯結起每一家戶，一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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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較矮可以節省材料，二則離海土較近較安全，三則不需破壞各家戶原有的埕。

因而，村子兩端的公路蓋好後常常是連接著家屋的後門，通常也就是廚房的位置。

不過，即使如此，他們仍會在屋旁另搭一條小路從公路繞至前門入屋，顯示正門

（前門）的重要性。（如圖 3-5） 

 

 

圖 3-5：面海背路的高腳屋 

 

對於這些面向海而背向公路的家屋而言，廚房的門就成了家戶成員平時出入

以及客人非正式拜訪時的主要通道，正門除了通往漁獲處理空間之外，則在較正

式的拜訪或者舉行儀式時才使用。這些家戶的廚房既是他們私密的家庭空間──

是日常三餐家庭成員共食之處，又是半開放性的社交空間。在白天的高溫下此處

常是屋內最陰涼的空間，而且不像中廳裡有神明和祖先監管，在這裡女人更能放

鬆心情。因此是女主人最常駐足處；她們經常一邊照顧小孩或做家務，一邊與其

訪客聊天、一起打牌或撿蝦米等。 

 

第二節 高腳屋型態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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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所房屋是一個文化的模版，生活於其中，這種文化的基本知識和技能就

得以反覆灌輸。它是一種學習機制，使禮節的、政治的和宇宙觀的關係轉化成空

間術語，在日常生活中體驗、受到自然薰習。”（Bray 著，江湄等譯，2006：41）

家屋在形塑人們的生活經驗時扮演著支配性的地位，也是最具體的文化價值與符

碼反映場所。 

 

五條港居民在自然環境限制和生業需求的考量下建構出不同於原鄉福建的高

腳聚落，但這個高腳聚落因為文化習慣區隔出不同於當地馬來高腳屋的使用空間。

來自福建的移民及其後代得以在實踐過程中不斷繁衍、重整文化的內涵。村子在

百餘年的時間變動裡，經過社會變遷、經濟能力的改善、材質及技術的採借等，

家屋建築形態經歷了三個階段的發展：亞答屋、木屋以及水泥屋。不同類型的房

屋除了形式上及材質上的明顯變化，家屋內部空間的區隔也同時變遷。本節將呈

現在五條港家屋建築物質層面的變遷中，村民不斷重整的文化習慣和逐漸變化的

傳統概念。另一方面，村民的文化／地方認同也明顯地反映在家屋形態的變化上。 

 

（一）亞答屋   

建村初期，多數的中國移民還存著去國懷鄉之念，視唐山37為祖國，只把五條

港當成臨時的僑居地。由於物資貧乏，村民最初只是就近取用紅樹林的材料和便

宜的亞答葉，透過有經驗的村民的幫助，在潮間帶上砍伐紅樹開闢空地，搭建簡

陋的高腳屋。屋以紅樹樹幹為柱和樑，用較細的樹幹鋪成地板，而牆和屋頂則以

從外地購買的編織好的亞答葉搭成。亞答屋頂每兩年就必須更換，若編織的手工

不好還會被大風吹掉；房子底下的紅木樁柱也需要經常替換和修補。典型的亞答

屋基本格局簡單，屋頂中央高起、二側呈斜坡式，屋內為正方形空間，每邊長約

                                                 
37 村民以福建話“唐山”代表著民族源頭──文化中國，講“中國”時則帶有政治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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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30 英尺。正面為兩開間，一邊是設有神桌的中廳，神桌後是一或兩間臥房；另

一邊是廚房、豬寮及廁所（見圖 3-6）。 

 

圖 3-6：建村初期的亞答屋平側面圖 

 

圖版 3-2：帶華人特色的亞答屋外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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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裡許多 50 歲以上的村民小時候都住過亞答屋。根據他們的回憶，一直到 50

年代左右，亞答屋與泥土地之間仍僅有約 4 英尺高，住在高腳屋上的人與土地的

關係並不如如今般疏遠。當時的低潮線比起如今更接近房子，海土遠為潮濕，海

底的垃圾較易腐化或被海水帶走，因而較乾淨。在退潮時，男人經常從海底走進

樹林砍伐木柴，或者到小河邊抓魚蝦、螃蟹等；女人則會讓飼養的家禽從梯子走

到海底覓食，海水漲潮前再把它們趕回雞、鴨寮裡；而小孩子更是經常在海底玩

各種各樣的小遊戲。有任何東西掉下去海底，他們也都馬上跳下去撿回。雖然海

土不能耕作以及長期直接使用，他們透過建築過程和各種利用方式，還是與＂地

＂保持著密切的關係，經常做直接的接觸。 

 

這個時期，五條港村民一方面因為遷居時間不長，在心理上將此地當作臨時

僑居地，對於未來歸屬地（此地抑或唐山）相當不確定；另一方面也是因為經濟

因素，使他們在房屋材質的選擇上傾向易於取得的紅樹和便宜的亞答葉，而不（或

沒有能力）考慮耐久性。但是，他們嘗試與這片土地建立關係，摸索土地可利用

之極限，盡可能地利用環境（有村民以砍柴維生、有者在海土地上撿螺貝類食用

或售賣等）滿足生活各個層面的需求；並且，在這樣一個全新形式的──無法直

接利用的──土地上建立人與人、人與世界的關係。 

 

（二）木屋   

1960 年代，五條港的經濟與物質條件都相對穩定，許多人搭上火災後重建的

班車，紛紛把亞答屋改建成木板屋。傳統中國建築物的規模通常是以“間”，即

柱子之間的空間來估算的，一般民宅的理想形式為“一明二暗三開間”，即中間

為堂屋，兩邊為房，而內部空間對稱的形式。當時的重建由巴生市專業化的建築

師傅負責，重建的房屋由於空間或資金的不足，基本上採取折衷的模式，僅有二

開間，無法講求對稱。前端廳與臥房各佔一邊，左右不拘，廳比臥房寬，門面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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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附帶“凹壽”38形式。並且，城裡的建築師傅帶來了一種在華人家屋中新流行的

帶圍欄前廊，在前廊之前，村民仍保留一片埕。 

 

如前所述，由於海退現象，家戶空間有發展成長條形的趨勢；但中國傳統建

築的主體皆為寬形（既正面寬於側面），因而他們採“層層疊進”的形式，發展出 

“二進式”的長形家屋。家屋主體為廳與臥室部份，次要屋體（第二進）則主要

為廚房（包括飯廳）。廁所的位置隔離且偏遠，除了方便及衛生的實際考量，也反

映了傳統中國人視廁所為不潔之地的想法。從房屋側面明顯可見主屋體的兩面倒

水式屋頂39大於且高於次要屋體。（如圖 3-7） 

 

圖 3-7：木屋的平面圖與側面圖 

                                                 
38 凹壽又稱塌肚、凹肚、塔壽等，房屋入口處內縮，成為簷下有步口廊，使壽樑外顯的作法。依

內縮深淺有大小凹壽之分。（李乾朗，2003《台灣古建築圖解事典》，台灣館編輯製作，台北市，遠

流。） 
39 即懸山頂，宋朝時稱「不廈兩頭造」，清朝稱「懸山」、「挑山」，又名「出山」，是中國古代建築

的一種屋頂樣式，也傳到日本、朝鮮半島和越南。在古代，懸山頂等級上低於廡殿頂和歇山頂，僅

高於硬山頂，只用於民間建築古代中國平民階級常用的屋頂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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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3：兩面倒水木屋正面照 

 

圖版 3-4：木屋側面與後門 

 

除了房屋密集的街場區以外，在空間較寬敞的地方，許多經濟條件許可、人

口較多的人家，在 1960 年代蓋起中軸對稱的三開間住屋。主體建築部份中廳兩邊

是臥室，屋體呈寬形，屋頂則為單檐歇山頂，正門的凹巢形式也更明顯。中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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稱的家屋往往比二開間的大許多，加上採用在古代中國只有當官者才能使用的歇

山式屋頂（當地人稱“四面倒水”式），因此代表著充裕的財富。這種三開間式木

造住屋，與五條港許姓村民的原鄉（福建省翔安區下許村）的住屋比較，保留了

中軸對稱、神桌及大門置中的特性，以及中廳與臥房的相對關係。（如圖 3-8 與 3-9） 

 

圖 3-8：五條港三開間木屋平面及側面圖 

 

圖 3-9：福建下許村的老厝平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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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3-5：三開間家屋正面照 

 

圖版 3-6：三開間家屋的後側面照 

 

  從空間結構和組成模式來看，對稱式的三開間木屋帶著福建農村三合院的形

式。對五條港人來說，它比起簡陋的亞答屋更像一個安全穩固的家。木屋無論在

格局、空間利用與分配上，功能相當完整，也較能表達村民想望中的“唐山”特

色，滿足生活需求與文化習俗，在象徵意義上也滿足了他們的精神歸屬。另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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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此時多數村民經濟條件逐漸轉好，海底卻越來越髒，村民變得不願意再接觸

會讓人髒兮兮的海土。如此一來，當他們在家屋裡外的地板上已經能進行所有的

日常活動，不再需要像從前般經常得到海底活動，房屋下的海土地對他們來說，

不管在實際上（木屋建得比亞答屋高）或象徵上，距離就變遠了。 

 

這時的五條港村民已經過數十年的定居，在此出生成長者礙於中國與馬來亞

間的政治問題從未“回鄉”，對於原鄉“唐山”的渴望已經變淡。同一時期，1957

年獨立的馬來亞40逐漸興起一個包含“三大民族”的國族主義；馬來西亞的華人移

民逐漸地方化，發展出在地認同而不再以中國為依歸。因而，在馬來西亞各地也

逐漸興起一種泛馬來西亞華人式41的建築。由城裡華人建築師傅在五條港所建築的

木屋，正是一種結合高腳的馬來西亞華人建築。此時期的家屋，反映出五條港村

民已在此長期定居；一方面表現出他們試圖保留文化的傳統形式，另一方面也反

映出他們是馬來西亞華人的一份子。五條港村民的文化認同，某種程度上也代表

著整個馬來西亞華社（華人社會的簡稱）的地方化。 

 

（三）水泥屋   

  1970、80 年代五條港聚落的人口及經濟規模發展達到高峰，漁獲連年豐收，

經濟甚為蓬勃。這時期，城市建築常用的水泥材質輸入了五條港；對五條港人來

說，築蓋水泥房屋除了實際生活考量上因為吸熱散熱性質使其保持涼快舒適之外，

更重要的是它也代表了財富的誇示，以及跟得上流行。水泥屋外觀與傳統建築明

顯不同，雖然內部格局類似二開間的傳統木屋，但屋頂不再採用兩面倒水式屋頂

和二進式，門面也沒有了凹巢形式，整體形式越來越不像華人家屋。（如圖版 3-7） 

                                                 
40 馬來亞於 1957 年獨立，1963 年納入新加坡及東馬後才改名馬來西亞。 
41 類似五條港二開間及三開間的木屋，只是並非高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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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3-10：水泥屋平面圖 

 

圖版 3-7：水泥屋側面照 

 

  除了完全用水泥造的房子之外，也有許多村民建造木材與水泥混合的家屋，

另有些木屋把某些部份改建為水泥材質；這類家屋通常以水泥建造門面和第二進

（包括廚房與廁所部份），主屋體則為木構。這是因為“門面”關乎面子問題，對

村民而言相當重要；另外水泥比起木材較能防水及防火，前廊和廚房、廁所是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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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被淋濕的地方，廚房則是最容易起火的地方。另外此二處經常是家庭活動最頻

繁的空間，水泥材質使之更涼快，做為休閒與工作的場所就更為頻繁。 

 

水泥材質和木材質同時也分別代表著“新潮＂和“傳統”，從形式上可以看

出──華人傳統家屋對於選材以“土／木”為優先，是一種文化上選擇；木具有

溫和美好的光澤，在五行宇宙觀中與生長以及分枝發展相關，是成功繁殖的模範。

而水泥挾帶著現代性而來，代表著更進步的技術，以及更時尚的形式。 

 

圖版 3-8：水泥與木材混合的家屋 

 

1970 年代末水泥出現在五條港的時期，也相當於五條港開始現代化的時期。

馬來西亞華人的認同已經逐步成形，不需要再特別強調；現代化（西化）才是人

們所追求的目標。五條港人對現代化的想像主要表現在房屋的水泥材質（五條港

人稱之為“紅毛灰”）以及“洋房”的形式（相對於寬形的中式建築，屬狹長形）

上。再者，由於水泥材質比起亞答葉或木板都要來得堅固，也表示五條港人在某

種程度上已將此處看作一個可以永久居住的地方。 

 

水泥在某種程度上比木板能築出一個較安全、不易敗壞的居住空間，但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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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免於自然界的危險的同時，也是一種有效的隔離。與亞答屋或木屋相比，住

在水泥房屋，代表著與土地的關係更加疏遠。水泥牆、地厚重而堅固的特質，使

得人們不易穿透家屋裡外，例如在木屋能透過木板間的縫隙看見屋外或者感受到

風吹動，也可輕易在木板上鑿洞而與屋外有交流的孔道。水泥隔間使得住在其中

的人與自然環境的互相干擾（例如聲音及風）減至最輕，但也減少互動的可能。

住在水泥高腳屋與其他城鎮地面房屋的感覺相差不遠。 

 

目前五條港的房屋建築，以主屋體的材質來分的話，木屋約有 170 餘棟，水

泥屋約 50 棟。60 年代興建的木屋屋體原來約離地 7 至 10 英尺高，比起建村初期

已增加了一倍。而目前的房屋，大部份都離地約 10 至 13 英尺；房屋建築的專業

化，屋體離地越來越高、離低潮線越來越遠，房屋下的垃圾隨著時代越來越不容

易腐朽或被海水帶走、環境越來越不乾淨……這些原因都使得人與土地的關係，

不管在實際上還是心理上都變得更疏遠。 

 

  從時間變化的角度來看，移民最初，多數為單身男性（抵僑居地後娶妻）或

者僅攜帶妻小，因此移民社會的家庭組成多為小型核心家庭，簡單的二房一廳亞

答屋已符合需求。經過數十年的繁衍，家戶結構及人數又重新到達一定的規模時，

他們開始興建中軸對稱式家屋；對稱式木屋內有多達五個（臥）房，可容納擴展

家庭，代表著對三代同堂理想的崇尚。但因非中軸對稱的房子為多數，傳統中國

家屋裡臥房的“左大右小”意義已喪失；反而神桌後的房間被視大房，是擴展家

庭中老父母的臥室，兩旁的臥房位階高低則是由外而內。而水泥家屋通常住著核

心家庭（或加上祖父母），以年輕夫婦為戶主，住在中廳旁最靠近正門的主人房。 

   

五條港聚落的規模約在 90 年代便停止擴張；此後，家屋的增建仍是以水泥為

主，但數目寥寥可數。許多村民至巴生另置地面上的家屋，大潮時住在村裡捕魚，



 

56 
 

小潮時便到城裡去過較舒適多彩的生活。部份舉家遷走的家戶，其家屋便丟空在

村裡，有些出租予小學老師或者印尼人住，有些便直接棄置，任其腐朽。 

 

第三節 家屋空間配置與利用 

 

  五條港的家屋在三個發展階段中，在某些空間配置上有其一致性，在其他部

份則不斷地變化。早期的亞答屋沒有主次屋體之分，中廳是屋中最有象徵意義的

空間，廚房在中廳的側邊，二者都在家屋前半部；中廳的後面是臥室，廚房後面

則連著豬寮及廁所。從木屋階段開始，他們區隔出屬於主屋體部份的廳及臥房，

而把廚房、廁所都隔到後面第二進部份去，前廊則在主屋體之前。木屋的主屋體

屬於肅穆的精神歸屬空間，包括祭拜神明及祖先的中廳，以及夜間休息的臥室，

亦代表著父權社會傳宗接代的精神意涵。第二進偌大的廚房空間除了煮食、共食

以外，也有偏廳的功能，是許多家務及非正式社交活動進行的空間。水泥屋則沿

用二開間的木屋格局及利用方式，以類似的名詞指稱空間分類，如“後面仔”在

木屋指的是第二進的空間，在水泥屋則指是廳及房以後的全部空間。 

 

歷經三個階段的五條港家屋的發展，讓我們看出一些固有的結構，反映出五

條港人對家屋本質的認知。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廳的必要性及中心性。不管是

亞答屋，木屋或水泥屋，都必定有一個廳位於正門內的地方，而廳正中面對正門

處一律供著神桌。五條港村民幾乎都有燒香拜神的習慣，信仰在社會生活以及空

間活動中佔有很重要的份量。嚴格來說，中廳作為供奉神明及祖先的地方，並且

常常舉行各種儀式，是屋內神聖的空間；父系家族的傳承亦在祭拜祖先的例行性

行為中不斷被強調。但因堂與廳的功能結合，此處除了神桌外，還有一般起居家

俱如沙發、茶几、電視等。家中成員經常在這裡休息、看電視、會客等等，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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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其作為中廳的神聖性，所以各種禁忌42並不嚴格執行。除了大門內一定是中廳，

中廳中一定有神桌對著大門之外，其他空間例如臥房、廚房、院子的形式則隨著

家屋的發展有所變化。 

 

廚房的位置雖有所改變，但它也一直是個重要的空間。在這裡，主婦用爐灶

把生食轉變為熟食，通常一個家屋的成員會共食一口灶的食物，也祭拜同一個祖

先牌位。一個家屋裡只能有一個中廳，但是可以有兩個灶。在某些三代同堂的家

屋裡，未分家的兄弟可能已“分灶”──妯娌不再共同使用一個爐灶、兩個核心

家庭也不共同進食，但仍然祭拜同一祖先牌位。這樣的情形要等到兄弟的其中一

方另行建置一個家屋，同時新置一個祖先牌位，才算是正式分家。對於一個家庭

來說，灶有著類似祖先牌位的象徵意義，女人在廚房準備食物與男人祭拜祖先，

意義是同等關鍵的。 

 

另一方面，廳與廚房在一個家屋裡的位置，也代表了男人和女人所扮演的社

會角色。由於廳與祖先牌位象徵著父系家族的傳承，在正常情形（正門連接公路）

下，廳是外人第一眼所看到的門面所在，代表著家屋以傳承父系家族為主要功能。

廳同時也是接待正式拜訪的客人的空間，是家屋對外的接觸通道，亦代表著男人

是家庭的主要領導者，帶領著家庭與社會的接觸。而主要為女人在使用的廚房位

於家屋後／內側，代表著相對於男人，女人是屬於家庭內的，負責留守家屋，並

傳承以飲食文化為首的傳統文化。廚房是屬於女主人的空間，也屬於家屋內部特

別私秘的空間，一般拜訪家屋（家長）的客人僅停留於廳內，並不進一步走進家

屋的更內部──廚房；會拜訪廚房的客人，多數是女主人的訪客。從男人幾乎佔

據村裡的公共場所（如咖啡店、娛樂場所等）與社區活動（如廟宇的慶典）這一

點亦可反映五條港村民男主外、女主內的文化習慣。 

                                                 
42 通常神明廳是家中的精神信仰所在，要肅穆、安靜、乾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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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華人風水傳統在五條港高腳家屋中的實踐，多數並非一種專業化的執行，而

是潛藏在五條港人淺顯的“風水”概念中。例如，家屋的正門不能正對別人家的

前後門或屋角，是較明顯的一個禁忌。五條港河附近的家屋，因為排列較為不規

矩，較常出現前後門或屋角相沖的情形；這時家屋主人通常會在大門前立起一塊

塗上紅漆、上面寫著“太陽”或“福”等字的鋅板，作為“照壁”43，並在鋅板下

方設有香爐，定時燒香祭拜加強照壁的辟邪止煞功能。 

 

圖版 3-9：家門前擋對面屋角的照壁 

 

60 年代出現的帶圍欄前廊，是參考馬來高腳屋的 Beranda（前廊），由城裡的

華人建築師傅帶來，如今在村裡已是每一棟家屋的基本結構；而在前廊外、埕上

或埕外的小拿督公44廟，也幾乎是每棟家屋的附帶結構。圍欄除了隔離出私人空間，

也確保邊界的安全，防止任何人、物掉入海底；另一方面，由於陽光終年曝曬，

潮間帶上也沒有樹蔭可擋熾陽，前廊半開放式的陰涼特質，使其大受歡迎。這個

                                                 
43 閩南住宅常見的一種物件，主要用來辟邪和抵擋各種煞氣。 
44 拿督公是東南亞華人信仰中常見的土地神，詳見第四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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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也是重要的社交空間，前廊較大的人家會在此設一組桌椅，供自家人休閒聊

天，或招待客人短暫的拜訪；即使不設桌椅，相熟的鄰居朋友亦常在此席地而聊。

而待在前廊乘涼同時能與鄰居、路人問好或交換訊息，也是此處很大的功能之一。 

 

五條港的高腳家屋除了水平面的空間利用外，還比一般地面家屋多了垂直空

間的分割。由於家屋由高腳樁柱支撐，海土與地板之間便多了一層空間。這個空

間由於海水漲退造成的不穩定性，使得五條港村民無法有效利用。不過這個空間

並非完全與家屋生活無關。在傳統木屋裡，通常在臥室裡最隱蔽的角落，有塊地

面木板是可掀開的──那是供夜裡方便用的簡化“馬桶”。這樣的設計在木屋裡

是很普遍的，一來在木板上鑿洞是很簡單的事；二來木屋的廁所都不在主屋體內，

與臥室有段距離，夜裡上廁所會令人相當不便與不安。另外，也有些人家會在客

廳角落開洞，用來處理掃地後堆積的灰塵。 

 

  這些現象告訴我們，對五條港人來說，家屋下的空間，很少納入“家裡”的

一部份考慮。“厝腳”──家屋下的海底堆積了厚厚的垃圾，因為陰暗及潮濕，

也很容易有蛇蟲類潛伏在內；它是一個髒污和不安全的廢棄物空間。如果看見有

人在厝腳，通常是在尋找掉落的貴重物品，而這種情形，通常只發生在木屋，而

不會發生在水泥屋密實的地面。屋底下的空間，不但很少實際生活利用價值，也

沒有儀式上的意義。 

 

在整個聚落生活來說，生活空間在高架面之上，高架面下，除了讓海水漲退

之外，主要用來堆積排洩物及垃圾，或用來焚燒東西，很少有其他的用途。空的

（其上無建築的）海土就只是一塊空地，但由於在生活面的下方，似乎也隱藏了

某種危險或不潔，因此空矌無物的海土也一樣不被他們親近。如前所述，在建村

初期，村民與退潮時露出的海土其實仍有不定期的接觸，到了 20 世紀末，他們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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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罕於在海底活動。如今，只有在神廟舉行大型慶典時燒“天公厝”等儀式或者

燒垃圾時會直接在海底進行，其他時間村民連零錢掉到海底也不一定會下去撿。

一些沒有建築物覆蓋的空地，偶爾會有小孩嬉戲，不過父母們以衛生及安全為由，

都不輕易讓小孩接近。 

 

五條港村民雖然以漁業為主要經濟來源，但是除了從事生業活動的時間以外，

村民們並不常與海水接觸。年紀太小的兒童被父母禁止在漲潮時離開家屋，或者

自己的視線之外，只偶爾由父親陪同小孩到海上游泳。長至少年時，許多男孩便

會自己到漁獲處理空間附近較空曠處，或直接驅船至海面上游泳。到海水裡游泳

的情形，在家屋分佈較零散的村南端比較常見；在家屋密集的街場區、五條港河

周圍地區則很罕見。 

 

第四節 小結 

 

五條港人打從決定在這個地方落腳、建築家屋開始，便一直在與五條港村的

海土地與海水周旋、協調。他們在經驗的累積下慢慢學會克服潮間帶環境帶來的

生活上的困難，企圖創造出不受潮汐影響的家屋生活空間。除此之外，由於生活

空間上有連續性的需求，因此建築物也必須連貫在一起。五條港的聚落空間因而

擁有某些特性，例如各種形式用途的埕──有屋前供行走的埕、工作間外供曬蝦

子的埕、廟宇前供祭祀儀式用的埕等等；這些高架的埕就是五條港村民平日在家

屋、工作間、道路以外主要的平面活動空間。 

 

五條港人對家屋本質的認知，其中最關鍵的一點就是廳的必要性及中心性。

中廳是肅穆的精神歸屬空間，奉侍著神明及祖先，代表著父權社會傳宗接代的精

神意涵。廚房也是家屋的重要空間，除了是重要文化──傳統飲食的傳承之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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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許多家務及非正式社交活動進行的地方。二者的相對位置：外／內，也代表

了一個家屋中的男主人與女主人的歸屬。 

 

在經濟能力不足時，五條港村民搭建的簡陋亞答屋，由於高度、建材以及日

常活動方式，使他們在某種程度上與土地的聯繫仍然存在，也反映出從福建農村

遷移來的農民依舊脫離不開接觸土地的生活。在馬來西亞獨立後經濟開始成長，

村中的類三合院木屋大肆流行，當人們在地板上成功建立了近似原鄉、並且有完

整的生活功能的家屋後，在遷移數十年後，他們慢慢習慣不需接觸土地的生活，

也使土地在他們的生活中從重要的角色退到不起眼的位置。而在水泥屋開始興建

的 80 年代至今，一方面土地的垃圾問題使人們很難回到海土上行動，另一方面水

泥材質的厚實堅固也使得村民與環境，尤其是海土及海水的距離更遠；在村民開

始使用水泥作建材使得房屋更加牢固、更能長久定居的同時，他們也逐漸把自己

與自然環境的關係越拉越遠。從仿馬來式簡陋亞答屋，到泛馬來西亞華人形式的

木屋，再到水泥洋房，五條港的家屋在形態上的變化，實則有效地反映了五條港

居民在不同的時代裡對民族、國家、文化等等的認同態度。 

 

另一方面，五條港的村民從來不曾真正“擁有”吉膽島上的任何土地。他們

的家屋與工作空間等建築物之下的土地，原來是依當初先來先得的方式佔有的。

殖民時代，英國政府認為潮間帶環境（主要是衛生條件）不適宜人類居住，因此

以一種“放任”的形式不干預、不建設吉膽島上的聚落，也不處理土地產權的問

題。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國家、地方政府也沒有對島上的土地做任何處置。 

 

一直到 1980、90 年代，地方政府提出“臨時地契”的概念，指五條港的土地

應歸國有，居民必須徼付稅金；並且派私人公司前來測量土地，開始向五條港村

民征收土地稅。因為獨特的經濟形態使漁獲處理空間佔有大片土地，並且不斷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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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延伸，居民與測量公司在土地測量的問題上無法達到共識，因而一直拒絕給付

稅金。理論上臨時地契若連續三年沒有徼稅，地契就會被取消。但至今大多數村

民仍從未徼納土地稅，所以至今五條港的土地劃分在文書處理上並不完整；而國

家政府也並無在此地徹底執行徵收租稅事務或定出罰則。居民雖然清楚在法律上

他們不算真正擁有土地，但他們認為吉膽島的土地沒有經濟價值；再者，吉膽島

仍有大片未開發的土地，即使政府想要發展這個地方，實際上也沒有必要徵收他

們的土地。因而他們仍然將五條港的家視為一個可以終老、傳承予子孫的地方。

五條港土地擁有權的問題，顯示出村民對於聚落的歸屬感與國家所賦予的土地權

利之間的不協調或曖昧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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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超自然信仰與社會空間的形塑 

 

  前面幾章的討論，突顯出五條港的發展與聚落空間的建構，是奠定於生態和

地理環境不斷動態協調的基礎之上，同時也是不同來源的移民人口聚合、定居和

不斷斡旋的結果。本章則將重心放在自然生態和社群組成以外的層面，從另一個

向度來檢視五條港聚落空間發展，與村民超自然信仰之間的密切關係。 

 

無論是在五條港的家戶或是公共領域，信仰空間都是不可忽視的要素。五條

港村民約有九成45相信華人民間宗教，因此幾乎每一個家庭都在家中供奉神明與祖

先牌位；同時，有至少一半的家戶，還在家屋門口興建小拿督公廟，每日例行祭

拜。另外，五條港公共廟宇的數量，就其人口比例而言，算是相當密集──在不

足千人的聚落裡，擁有大約二十間各種性質的廟宇。總之，五條港內宗教信仰相

關的空間非常密集，而且多元並置、層次交錯。但凡農曆過年、正月初九天公誕、

中元節，或各個祖先祭日等，主婦們都需要準備豐富的祭品，在家中隆重祭拜。

公領域的各個村廟，也在神誕慶典、各種節日或特殊事件發生時舉行祭祀活動。

各種各樣的儀式活動，可說是相當頻繁而且內容豐富。 

 

這樣的現象，與移民在海外異鄉潮間帶海土上建立家園的過程和經驗應該有

不少關係。五條港的第一代居民，從福建的農村千里迢迢來到這個南洋小島，經

歷了多重層次的邊界跨越，一方面從“唐山”到“番邊46”──從中國到南洋，來

到屬於異族（馬來族）的地方；另一方面則從有土地的海岸平原來到了“無土地”

的海上小島。他們跨越了地理、文化、國家、海陸界線，生活世界面臨自然條件

與社會環境的差異。這樣的邊界跨越行為，如同 Mary Douglas（1966）的討論，

                                                 
45 村裡有一間藏傳佛教宗派“真佛宗”的佛堂，其信徒亦同時崇拜民間信仰。 
46 70 歲以上的五條港村民有些還使用這個詞指稱“當地”（馬來西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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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常被視為是“不潔”或“污染”，並且會造成心理不安和危險感。Douglas 在《純

淨與危險》一書中，透過分析不同文化中對潔淨與污染的概念，提出“污染”其

實源於社會分類和秩序而不是衛生的問題。社會係由許多各種各樣的群體和類別

所組成，類別界線的界定與分辨，具有幫助思考和理解社會的重要意義；污染的

概念即在於對比和維護這樣的界線。也因為如此，社會藩籬的跨越，經常被視為

是危險的污染，因為它使得被群體所理解和尊重的界線遭到了破壞，而能夠觸動

一般人的不安和焦慮。類同的，五條港村民經歷多重跨越的過程和踰越的危險，

也在心理上產生強烈的不安。是故，移居紅樹林海島的五條港村民，面對環境的

差異和身處異鄉孤立小島的不安時，很大程度上依賴了超自然信仰和儀式的淨化

和慰藉。慰藉村民不安情緒或恐懼的超自然信仰，也透過神聖空間的建構和聚落

空間的神聖化具體反映出來。 

 

除此之外，在移民社會中，社群的重新組合與凝聚也是個相當重要的過程。

社會學大師 Emile Durkheim 認為，宗教是衍生社會凝聚力的基本因素；透過宗教

的符號意義和儀式活動，社會的成員形成集體的歸屬感。宗教將個人從孤獨分化

的狀態中，提升到擁有普同性的社會層次，共享價值信念。（Durkheim，芮傳明、

趙學元譯，1992）五條港村民便是透過宗教和儀式活動的舉行和參與，也是神聖

空間相關的各種行動過程，凝聚了集體意識。例如村民透過對各個村廟不同程度

的參與，產生對區域的共同意識；人群的分化與整合，也構成五條港村民共同信

守的社會秩序的一部份。 

 

本章討論的五條港神聖空間，主要將焦點置於家戶範圍、公共領域，以及墓

地三個場域。希望藉由生活場域到死後歸屬地等不同性質的空間，討論村民如何

跨越多重邊界建構新的生活世界，以及文化信仰和超自然觀念如何反映在具體建

構的社會空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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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節 屋內與屋外：唐神與番神 

 

五條港最基本的信仰空間建構於各家戶每日例行生活場域裡。在家屋不同形

態的發展階段，中廳始終是不可少的空間，佔有家屋結構中最關鍵的位置；而中

廳最重要的功能，就是供奉神明及祖先。不管在中軸對稱與否的家屋裡，神桌與

神明一定置於中廳正中，靠著面向正門的牆，面對正門，以守護家屋防止屋外的

危險入侵。 

 

圖版 4-1：平日家屋中廳面向正門的神桌（中）、沙發（左）、電視（右） 

 

因為廳堂合一使用，中廳除了擺放神桌外，也是招待客人以及家中成員休息

之處，兩側會擺放沙發、電視等家具（如圖版 4-1）。神桌至大門的空間則一般不

擺放任何物品，僅有祭拜時才擺出供桌與祭品。平時做為家居空間的廳，在例常

晨昏燃香點燭時，才會顯現其作為信仰空間的意義；而節日祭儀時擺上供桌獻品

（如圖版 4-2），此空間的神聖性就更加強大。在這些節日中要燒金紙時，為了要

請神明到來接受獻品並巡視家屋周圍的環境，都得特別注意敞開前後門，使神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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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確保四周的安全。 

 

圖版 4-2：祭拜時家屋中廳的神桌與供桌        圖版 4-3：神桌近照 

 

神桌上中間奉祀的主神，一般為大伯公（福德正神），伯公兩旁是副神，五條

港常見的有觀音、媽祖、囉吒等。神明的左邊（或右邊）供奉著祖先的牌位，下

方則有以紅木板寫著“唐番地主財，五方五土龍”的“地主公”（如圖版 4-3）。

除了中廳的神桌，在前院也會設一簡便的“天公爐”供戶外祭拜天公時點香；前

院外則另築小高腳屋侍奉“拿督公”47（見圖版 4-4）。家中祭拜是主婦每天的例行

事務之一，祭拜的順序為：外面的天公、拿督公、大伯公、副神、地主公、祖先

牌位，也代表著這些神明、祖先的位階。 

                                                 
47 東南亞的民間信仰裡的一種神，“拿督”為馬來文 Datuk 之音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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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4-4：家屋門邊的天公爐與埕上的小拿督公廟 

 

家中日常的祭拜行為以及對神明在空間上的分配，說明五條港村民相信祖先

與鬼神所代表的超自然力量，與人共存於同一空間。家屋是人造的安全空間，除

了以具體的牆壁、屋頂等隔離保護住在裡頭的人，免受風雨陽光的傷害，家屋內

還有在原鄉信奉的神明（福德正神、媽祖、觀音等）及祖先。家屋外，特別是在

這樣一個陌生的、原本不屬於人類居住領域的空間，則充滿未知的遊魂野鬼和各

種超自然力量，需要防範或者協調。村民認為，捕魚維生是一門“乞丐生意”，

要靠天（天氣）地（地理）吃飯，因此除了祭拜照看萬物的天公（玉皇大帝），同

時也必須安撫、討好屬於這塊土地原來的“靈”48──（原本就存在於且）掌管這

片土地的拿督公。天公與拿督公是家屋外空間最重要的祭拜對象。 

 

據村裡的老人說，大約在 1930 年代或早在建村開始，村民就在紅樹林裡砍伐

細細的紅樹幹插到家屋前，綁上紅白布條，開始祭拜當地的“地靈”（如圖版 4-5）。

村民在初期對“繫紅白布的樹幹”的稱呼已無法獲知，最晚在 50 年代已稱其為

                                                 
48 筆者認為拿督公與傳統馬來文化中的泛靈信仰有著密切的關係。 

天公
拿督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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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督公”。約莫到 1960 年代災後重建時期，人們才接受了城市（巴生）來的概

念，開始將樹幹置換為馬來人形體（並且手執馬來文化象徵物例如短劍49）的實體

“拿督公”像作為祭拜對象，並且將祂安置在一個舒適的高架小屋內。（如圖版 4-6） 

  

圖版 4-5：繫上紅白布的樹幹      圖版 4-6：馬來人裝扮的拿督公 

 

拿督公並不是五條港獨有的“神”，但是在馬來西亞的其他華人聚落，拿督

公一般是作為地區性的土地神祭拜，一個聚落通常僅有一兩處；類似於華人民間

信仰中的“土地公”，是負責社區安全的。以石頭或大樹為“拿督公”形象的例

子亦不少見。拿督公在這些華人聚落並不一定被視為“陰神”，但在五條港，人

們普遍相信其為陰神50。回頭看五條港村民祭拜拿督公的歷史過程，本為“地靈”

的拿督公被歸類為陰神似乎理所當然。 

 

                                                 
49 馬來文為 Keris，一種劍身細而曲折的隨身短劍。 
50 在五條港村民的信仰概念中，神有分“天神”及“陰神”。有德行而死後上天界為神者，即為

天神；生前未修行、死後才以鬼魂形式被人祭拜者，久而久之就成陰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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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地方從未聽聞有像五條港一樣，以家戶為單位奉祀拿督公的現象。目前

五條港超過半數的家戶屋外設有獨立的小拿督公廟（或稱拿督宮）；而且設有獨立

小拿督公廟的家屋，又多半是在密集區域以外者。因此，拿督公廟特化發展的原

因可能一則由於吉膽島原為無人居住的荒野小島，又是紅樹林生長之處（華人認

為樹林是陰氣重的地方）而遊魂、邪靈眾多。二則可能受到五條港聚落所處地理

環境的潮間帶特性的影響，家屋與土地之間仍留一處曖昧空間（即地板以下的海

土上），造成非中心地帶的家戶之間有“斷裂性”──每一家戶為一棟高架獨立建

築而與土地不直接相連。所以在轄區的概念下，與鄰居不相連的家戶都需要一個

專管家戶外圍安全的在地“土地公”管轄家戶外的範圍。 

 

McKeown 的華人移民研究指出，“有些華人把自己視為當地國民，但依然感

覺自己是外來者，原因是文化差異和被更廣闊的社會所拒絕。”（McKeown，1999：

71）同樣的，五條港人雖然是馬來西亞公民，但也認為這塊土地（五條港，甚至

馬來西亞）是一個原本不屬於他們的地方，所以祭拜以馬來人為形體的拿督公。

祭拜相當於地靈或樹靈的拿督公，也就是祭拜此地原來的“地頭神”。與各種看

不見的超自然力量和諧共存於這個無法被完全掌握的環境，拿督公成為村民與其

他超自然力量之間的協調者，保護他們在當地的平安。 

 

第二節 海與林之間：鬼神與廟宇 

 

  移居、錯置、不得其所的人們，特別需要創造地方感，以使得那個地方變成

“他們的地方”。而創造地方感的一個重要方式，就是關注特殊的、經過選擇的

歷史面向。（Cresswell，2006：138）人們總是選擇性地記憶、宣揚某些地方歷史，

而放棄、徹底遺忘另一些部份；然後透過生產物質性的標記去建構集體記憶。五

條港村民用以記錄、表現他們歷史的，主要是廟宇。這種以信仰的方式凸顯的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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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記憶，是五條港村民在移民的結果──特別是海陸空間的轉移──下對聚落環

境產生的不安而形成的特殊產物；這種集體記憶也塑造了地方認同以及社群意

識。 

   

除了上一節敘述各家戶的家內與家外，都有從唐山來的和地方上的神靈負責

保佑平安外，五條港聚落的公共空間及至整個社區，建有屬於大家的村廟。近年

來村裡的廟宇數量增長快速，目前總共有大大小小十二間神廟（包括公共性的拿

督公廟）和五間陰廟（見表 4-1）。這些村廟的活動，經常可以凝聚或分化社區的

力量，並且能形塑地方及社區認同。 

廟宇名稱 主神 性質 地區 建立年代 

旌陽宮 許真君 （大）神廟 北區 1950/60 

拿督公廟 拿督公 附屬廟（旌陽宮） 北區 1980 

三雲公 三雲公 陰廟 北區 1970/80 

拿督公廟 拿督公 （陰）神廟 北區 1970/80 

老大公廟 老大公 陰廟 中／北區 1980/90 

先師廟 先師 神廟 中／北區 1990 

振龍宮 保生大帝 （大）神廟 中／南區 1930 

城隍廟 城隍爺 附屬廟（振龍宮） 中／南區 1970/80 

正魂靈 正魂靈 陰廟 中區 1980/90 

拿督公廟 拿督公 （陰）神廟 中區 1980/90 

姑娘廟 姑娘 陰廟 中／南區 1980/90 

福清壇 白虎將軍 神廟 南區 2000 後 

九華壇 黃虎將軍 神廟 南區 2000 後 

福海廟 觀音菩薩 神廟 南區 2000 後 

地藏王廟 地藏王菩薩 神廟 南區 2000 後 

陳公廟 陳公 陰廟 南區 1980/90 

拿督公廟 拿督公 （陰）神廟 南區 1980 

表 4-1：五條港各區廟宇一覽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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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1：五條港神廟分佈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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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條港最重要的兩間大廟，分別分佈在村北與村南──旌陽宮和振龍宮，並

且為區域中心。兩間大廟的理事會成員及主要信眾範圍，大致與 60 年代末期已經

衰落的兩大地緣性社團的地理區重疊──同安聯誼社組成振龍宮的理事會，旌陽

宮則主要由村北的許姓人氏運行。 

 

屬於街場區及南區的大廟振龍宮，是全村歷史最久的廟。在五條港建村初期，

該廟原是供奉著帝君的一間“苦力間”；大約在 1950 年代，苦力間的組織轉變成

“同安聯誼社”，而原址則成立了如今的振龍宮。主神為保生大帝（五條港人稱

作帝君），副神為黑虎將軍及童子爺。保生大帝神誕在農曆五月初八──原五月初

二為其飛昇的日子，五條港村民特別將慶典改至屬於小潮的日子──前後會舉行

約五天的慶典，聘請歌舞劇團或福建歌仔戲團來酬神表演。慶典的主要內容包括

讓村民過平安橋、遊街（巡境）、燒（紙紮）天公壇等等；除了本宮裡的神，其他

廟的神也會受邀前來起乩助陣。振龍宮神誕通常伴隨著“作醮”儀式超渡亡魂，

大約每五年有一次大型“山海醮”51，意指超渡包括陸地上以及海上飄蕩的鬼魂。

這樣的儀式有時候會因某一家族超渡先人而召集龐大的成員回鄉，使村民同時產

生對家族與村子的歸屬感。 

圖版 4-7：振龍宮 

                                                 
51 「醮」原本是祭神的意思，後來人把僧人、道士搭壇獻祭都統稱為醮。簡單的說，作醮乃是閩

台民間信仰裡頭很重要的祭祀儀式，主要的目的是在祈求國泰民安、風調雨順、民生樂利與人丁興

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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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村北的旌陽宮約出現於 1960 年代，主神為許真人，副神為黃虎將軍。許真人

原為“泉義和”苦力間裡供奉的神祇，苦力間於 1960 年代被燒毀後，泉義和的成

員便為許真人興建了“旌陽宮”。廟的原址面對著五條港河，主要為住在五條港

河附近的村民在祭拜。後來聚落擴展到過港沿海地帶，加上舊址空間不足，80 年

代擴建遷至現址，轉向面海方向，門口有寬廣的空間建廟埕以及戲棚。每年的農

曆十月初十許真人神誕──原為十月廿七，村民也將之改至小潮的日子──是村

北的盛事，許多已經搬離村子的人都會回來參與慶典，同時與鄰里親友相聚、感

受自己仍是五條港的一份子。 

 

 

圖版 4-8：位於村北邊界的旌陽宮，旁邊也附設一間拿督公廟 

 

五條港村廟供奉的神明中，虎爺52的比例甚高。村裡的十二間神廟中，有四間

供奉著“虎爺”。九華壇與福清壇分別以黃虎及白虎作為主神；旌陽宮中的另一

個黃虎將軍是許真人的首席副神，而振龍宮的黑虎大將軍是保生大帝的坐騎。黑

虎與在位近三十年的蘇姓前村長淵源頗深──據說蘇村長的公公從印尼來到五條

                                                 
52 閩台民間信仰中常見的動物類型神祇，亦被尊稱為“虎將軍”。虎爺一般被認為擅於鎮鬼，或

能帶來錢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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港時就已經為黑虎的乩身，村裡第一次火災時因他在街場區插上一支令旗成功阻

止了火勢的蔓延，免於南勢受災；但因為如此，也造成村南村北的居民產生怨懟。

爾後蘇村長也接受了同樣的使命，以村長兼同安聯誼社主席的身份當了多年的黑

虎將軍乩身，無形中使得五條港的黑虎將軍位階變得很高。五條港人認為村裡的

虎爺多，是因為這裡“髒東西”多，虎爺也自然被吸引到這個村子來；因為虎爺

很有威嚴，能鎮得住鬼。 

 

公共性的神廟也包括“拿督公廟”。多數村廟的主神（包括保生大帝及許真

人）都是從原鄉福建請來的，祂們系出“（文化）正統”，屬於全村神明的最高

領導層，負責看管全村人民。而拿督公代表地方神，公共性的拿督公廟大多被分

配在聚落各個角落駐守區域平安；尤其是在常有陰魂作祟的角落，特別需要拿督

公的鎮守。例如住在北區最後一間家屋（靠近拿督公廟）的報導人就說道： 

這邊海底很高，又很少人走過，這麼靠近樹林，很危險的。這個拿督公很靈

的，我的小孩曾經跌下海底，差一點點頭就撞到公路的水泥柱基了，都是拿督公

在保庇，才會沒事的。 

 

目前全村有四間拿督公廟，除一間是附屬在位於村子邊緣的旌陽宮下，其他

三間都是獨立存在，並各自鎮守著村子的北、中、南區。村民認為社區安全主要

是由拿督公在負責監督，例如當有人從道路上跌下海底，恰巧得以避開道路樁基

而沒有受傷，就是因為拿督公在保庇。越是危險的地方（例如邊界或河邊）就越

需要拿督公，因此北區與中區的拿督公皆位在村子邊緣接近紅樹林的地方，而南

區的拿督公位在一條小溪旁邊。 

 

來自地府的大二伯爺（黑白無常）在五條港人的信仰中也佔有一席之地；有

村民特別將祂安置於家內或“萬山”裡祭拜。不管哪間神廟的慶典，神明（童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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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神像）都會遊街巡視一番；經常巡境的除了各廟的主神，還包括活躍的大二爺

童乩。巡境的路線理論上應包括全村，但固定路線通常僅包括廟的周圍地區──

主要的信眾居住區。祂們在路邊插上代表神廟或身份的旗子，代表著神明的手下

（如五營），或城隍廟的使者鬼仔、牛頭馬面等的鎮守。五條港人認為天神管天上

與人間的事，而城隍爺下屬大二爺管地府的事，祂們需要合作才能不讓任何一界

出問題，而把這個地方完整地照顧好。就像住南勢的報導人洪女士說的， 

這個地方就是鬼多，才會有那麼多神。就像一個壞人很多的地方，警察也就

會跟著多起來啊！ 

 

  五條港因為人氣少，樹木多，村民認為是屬於陰氣很重的地方，人很容易被

亡靈攻擊，特別是在喝了酒或者時運不好、陽氣較虛的時候。但這些亡靈接近人

也是因為他們之間的緣份（例如前世因果），通常需要請神明來幫忙解決。亡靈通

常是來要香火的；因為亡靈騷擾村民而興建的陰廟，在村裡就有四間：三雲公、

正魂靈、姑娘廟與陳公廟，也剛好都遍佈全村各角落，且皆與拿督公相鄰。此一

事實某種程度上反映了拿督公本身即為“靈”或者擅長與這些亡靈溝通協調的說

法。這些陰廟裡的亡靈，與拿督公的“陰神”性質不同，位階較低，不像拿督公

廟可以用神廟的規範色彩：紅色與黃色。還有一間陰廟拜的“老大公”則是指一

般性的“好兄弟”，坐落在鄰近五條港河之處。 

 

  這些陰廟與主要的村廟相比，更是村民記述獨特歷史事件、建構記憶的方式。

每一個被祭拜的亡靈，都是在一些事件發生後，才被供奉起來。例如三雲公的來

源，據 90 歲的李老太太回憶： 

  約 50 年前，五條港村內也有私會黨的派系之爭；而這些派系又與城市裡、甚

至整個馬來半島西岸的華人幫派有從屬關係。有幾個從馬來半島中部的太平來的

男人，在村裡與另一批不同黨派的外地人發生了爭吵。太平人跑來向李老太的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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叔借了把斧頭，打到最後，有三個別黨派的人被這把斧頭砍死了。事情過了十多

年，死掉的三個鬼魂才上她小叔家“討”，弄出許多事情，還有人死掉。自此五

條港人才給死掉的三人安了靈位、建了小廟（將“三魂”美化為三雲公）來祭拜，

免得他們再擾亂。 

 

上述事件原本只與少數幾人有關，但是透過請神明解救、商討解決方法等等

一連串有時長達數年的過程，逐漸變成越來越多人共同參與的事件，最後更透過

興建陰廟，使事件正式成為村子歷史的一部份。除了被亡靈騷擾的村民要固定祭

拜外，鄰近婦女也會在節日時奉上一些果物希望換得區域安寧及避免家人被糾纏。

 

圖版 4-9：村北的三雲公（左）與拿督公（右） 

 

總之，除了神明及祖先外，陰魂、亡靈或鬼也是五條港人祭拜的重要對象。

每年農曆六月開始，為了準備迎接七月的盂蘭盛事（中元節），全村就陷入一種緊

張的氣氛；諸神如許真人、大二爺、黃虎、白虎等，開始交代村民小心行事，某

幾天切莫靠近海水等等。到了七月，黃虎、白虎都會巡視村子，許真人和大二爺

也會不時起乩守護村落。隔壁的吉膽村有送王船儀式，五條港村民認為因為吉膽

村地方大，人多（人氣／陽氣旺）神也多，所以他們有能力把周圍海域的鬼都送

走。五條港人並不參與此儀式，但會在當天遵照指示留在村內，而不隨便出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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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得不小心被鬼魂纏上。中元節當天，他們會在村南村北各選一片大的（曬）埕

辦普渡儀式，各區人家把祭品集中到埕上，從巴生或吉隆坡請來道士念經。七月

除了要拜好兄弟，村裡的數間陰廟也是祭拜重點；除了燒金銀紙安撫，他們也會

向亡靈（例如“老大公”）求財。可以請求幫忙管治孤魂野鬼的對象，除了神明

外，也有一些是屬於地府裡的（鬼），像城隍廟的大二伯爺、濟公的隨從五鬼53。 

 

  除了七月鬼門開的時候之外，村裡更重要的超渡亡魂儀式是每年五月在振龍

宮辦的“醮”。山海醮的儀式包括放水燈（於與村子有一段距離的海上）、灑大量

金銀紙在海上，燒靈厝，超渡附近所有對人類有潛在危險性的亡魂。因為此儀式

會吸引大量孤魂野鬼前來，所以有一定的危險性；村民認為若儀式過程中招來了

過多的鬼魂前來而沒有處理妥當，則會有滅村的危險──就像鄰近一個村落（檳

榔嶼角54）的下場。作醮的正日，村裡的每一家都必須犒飯，犒軍，慰勞出來幫忙

管轄村裡遊魂的千軍萬馬（五營）。 

 

  在五條港村民的想法中，陰氣重的地方是很危險的地方。例如，位在紅樹林

邊緣的新民小學，雖擁有全村唯一的堅實土地，卻並不特別受村民青睞。因為學

校過於靠近樹林，因此有許多鬼魂出沒的傳說，是以村民經常在學校附近燒金銀

紙；然而燒金銀紙同時又會引來更多鬼魂，因此陰氣極重。一直到 90 年代，教師

住在學校宿舍裡的遇鬼事件層出不窮；後來的教師都選擇自行賃居村民家。雖然

自 90 年代政府開始供電後夜裡都會開著燈，遇鬼事件減少許多；但學校即使有良

好的運動空間如草地、水泥地籃球場、室內羽球場等，一過黃昏便還是空無一人。

而全村唯一的草地（亦在學校內），卻有埋葬日軍屍體的傳說，導致小孩平日不敢

接近，大人更疏於去利用。 

                                                 
53 南村九華壇的濟公有“五鬼”做為其下屬跟班。 
54 指該村在數十年前由於人丁不足卻辦起山海醮，過多的孤魂野鬼湧入，導致整個村子沒落而消

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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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4-10：新民小學 

 

總之，五條港村民普遍相信人有靈魂，神、人與鬼是可以相互轉變的。三者

原本各有專屬空間──神屬於天界，人住在人間，而鬼住在地府，但三界並不是

截然分離，而是同時存在的；各種形式的靈魂有時會在其中穿梭。例如，人死後

鬼魂應當去到地府，但是有許多沒有辦法或者不願意留在地府的鬼魂，就會流浪

在陽間──特別是人少，人（陽）氣不旺的地方。因此荒野或者山林、海洋等偏

僻的地方鬼魂就特別多，屬於陰氣重的危險之地；人要盡量避免經常涉足陰氣重

的地方，以免被亡靈糾纏。同時，也要在一些陰氣重的地方，建廟請神明守護，

並以香火供奉和安撫亡魂，甚至向其求財以謀互利。 

 

由此可知，五條港人面臨跨越邊界和面對新環境的差異時，仍然以華人民間

信仰中的神、鬼、人的概念，思考與建構他們的生活空間，並且也透過興建廟宇、

供奉、獻祭等信仰的實踐，解決對空間的不安。五條港廟宇的建構過程，顯現出

當地人藉由超自然信仰和儀式活動而與鬼神和平共處，也對生活環境所帶來的威

脅具有某種程度的掌握。 

 

另一方面，宗教活動和儀式也是人群重組和凝聚社會群體的重要過程。村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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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兩間大廟（振龍宮與旌陽宮）將五條港切成兩個主要區塊──南區與北區，而

南區許多較小的神廟如福海廟、福清壇、九華壇等，又將之分割成較小的區域。

多數男性村民都參與社區廟宇組織，在籌辦慶典、祭祀等活動過程中對社區形成

不同層次的參與感與歸屬感。人群隨著廟宇的誕生不斷被凝聚與分化，使五條港

的人群不斷重新組合；在這樣的過程中，聚落的集體意識也被凝聚起來。 

 

而家庭主婦對社區的參與，主要是在節日裡到村廟拜拜。所屬社區的大廟慶

典時去拜拜是必要的，其他大廟及小廟的拜拜則可自由參與；婦女對於不同廟宇

活動的參與，雖有主次之別，但並不像男人的廟務運作那樣，被限制在自己的社

區裡。村落廟宇空間顯現出公私領域和性別的差異──男人參與的村廟理事會屬

於地域性組織，公領域顯得區域分明；而女人代表的家戶或個人屬於私領域，較

不受限於廟宇的地域性。總的來說，大廟雖然凝聚了五條港村民的集體意識，但

也分割著人群；五條港擁有兩間大廟的現象同時代表了村子本身的分裂狀態──

村民認同於一個“五條港村”，卻又分裂成以大廟為中心的兩個社區群體。 

 

在鄉村人口急速流失的年代裡，五條港村不能倖免於沒落的危機，1990 年代

起許多人陸續遷離了村子，“回”到有土地的城市生活。不過，村裡的眾神廟反

而在 21 世紀繼續成長。在越來越冷清、人氣越來越低迷的居住環境裡，超自然信

仰在精神上安撫著村民對居住空間人氣衰減（隨之陰氣越來越重）而產生的、越

來越強烈的不安全感。因為如此，村裡的神廟與童乩越來越多，宗教信仰與日常

生活的連繫也更緊密。當代生活中，大廟的神誕和慶典變成遷居至外地的五條港

村民回鄉與家族成員團圓及與村民相聚的理由。許多村民透過對神誕慶典和宗教

活動的參與，延續與五條港村的連結關係，也具體感覺自己是屬於這個村子的一

份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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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認同與歸屬：祖先與墓葬 

 

  五條港村民建構的另一個隱性的或不在場的神聖空間，是墓葬空間。祖先的

墓地，對華人而言是重要的風水地。事實上，五條港村民的空間觀與風水是無法

分割的。他們對於空間的分類與應用，無論是活著時的住處（陽宅）或是死後的

住處（陰宅），都有風水學的概念。對於陽宅（即家屋），在建村初期，村民都極

貧窮而無法請風水師提供意見。但，他們也都就常識中淺顯的概念去決定家屋的

風水，例如門口不可對著別人家的屋角、兩家的神桌不能直接相對等等；不違反

風水原則之處，還是以居住的舒適性及便利性為考量。而在經濟狀況改善的 1950、

60 年代開始，有能力的家庭便會請風水師來看風水。 

 

然而，陰宅或祖先墳地的風水，比家屋更加重要；村民認為祖先墳地的選擇，

會影響後代子孫的興衰。 “入土為安”便是陰宅風水中一個最基本的訴求；屍骨

需要在特定的空間條件下長眠，祖先才能安息，而使子孫後代得以平安風順。在

陰宅風水中，水汽重的土地屬於“陰濕地”，不宜埋葬棺木，否則會讓死者不安，

生者不寧。而在五條港人的觀念中，吉膽島上只有海土──漲潮時盡泡水中，即

使退潮仍是軟而潮濕，泥土會隨著海水漲退不斷漂移；若將棺木埋在此地，恐怕

亦會隨著泥土漂移。而且，祖墳若是無固定所在，無法讓後代子孫祭拜追思，即

失去了其首要意義。基於這兩點，五條港村民認為生活的島嶼並非適合讓祖先長

眠之地。 

 

從建村以來，即使對外交通多不方便，五條港人一直都不曾心甘情願地把往

生者葬於島上。只有在二戰時期日本統治馬來亞三年八個月，因為巴生市裡到處

埋伏著看不見的危險，沒有人想要去城裡冒險。村民迫於無奈，暫時將往生者埋

葬在四條港口的海土裡，再圍繞著棺木插上許多樹幹，防止泥土被海水帶走而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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棺木浮現、甚至飄走。爾後戰爭一結束，村民們便把死者屍骨移往城裡去，重新

造一座墳。除了這一段例外時期以外，村民一直都將在村裡過世的死者棺木大費

周章地用船運往巴生福建人專用的墓園──福建義山去安葬。 

 

圖版 4-11：五條港村民 1970 年代的喪禮 

 

至今馬來半島相信民間信仰的華人，多數仍堅持讓死者“入土為安”。巴生

自 20 世紀初已有福建義山的存在，目前三個非私營的福建義山，皆由巴生福建會

館管理，而較新的“仙境山莊”則是私營企業。這些義山的土地，有九成以上是

土葬墓──火葬對華人來說還相當不普遍。最靠近巴生港口的“五條路義山”在

70 年代前為五條港人安葬祖先的集中點，距離巴生港口約 20 分鐘車程；70 年代

後期因該義山土地不敷使用，五條港人轉而利用車程約 45 分鐘的“中路義山”。 

 

90 年代後，多數村民在巴生已置有另一家屋，病重或垂危的家人多數都在醫

院或巴生的家裡過世，喪禮已經很少在村裡舉行。而在巴生舉行的喪禮，與其他

巴生福建人的習俗沒有太多不同，並沒有什麼從高腳聚落帶來的特色。在巴生福

建義山土地不足的情形下，近二十年來五條港村民多數都將新墳購置在與“中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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義山”相連的私營“仙境山莊”。（見圖 4-2） 

 

圖 4-2：五條港與巴生義山位置 

 

義山上的墳墓有統一的方向，形式上差異也不大（典型的如圖版 4-12），墓碑

一律刻上“祖籍”（例如“福建同安”等，見圖版 4-13）以及生卒年月；基本上

只能從規劃好的區塊中做出選擇。非私營義山的墓地價錢在馬幣數千元內，私營

的（如仙境山莊）則平均要數萬元，且位置越高價錢越貴。五條港村民對於選擇

墓地的區位並沒有什麼特殊的喜好，通常傾向與同一家族的祖先葬在一起，越近

越好──除了怕死者“悶”，也方便後代掃墓。但實際上，許多義山都面臨土地

不足的狀況，祖先分隔多處埋葬的情形很常見，人們在清明節掃墓時總是需要在

不同義山之間穿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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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版 4-12：五條港村民在巴生福建義山的墳墓(70 年代) 

 圖版 4-13：墓碑上的祖籍 

 

總之，許多五條港村民一輩子生活在高腳村裡，他們仍然堅持在死後“入土

為安”。由此間接反映出五條港村民從未將僅有海土的小島，視為最後歸屬的土

地。相對於家屋，祖先墳地是華人父系繼嗣傳承更重要的象徵與力量，掃墓祭祖

活動更是華人的“家族觀念”最重要的實踐。祖先墳墓（包括自己）並不安置在

五條港村，代表著此地並非他們永久的歸屬，也因此導致村民難以將五條港村視

為一個真正的、永久的家園。在義山上的五條港村民的墓碑，更是徹底忽略他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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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了一輩子的地方──五條港。致使已經搬離五條港村的村民，在掃墓追思先

人時，可以說已然脫離五條港這段歷史，從而使他們對五條港的“地方感”減弱，

甚至在家族歷史上也經常不留痕跡。 

 

第四節 小結 

 

經由移民的行動，到相異於原鄉的社會及生態環境裡，五條港村民一方面是 

“入侵者”，打擾了新生活空間裡原有的各種存在──各種形式的靈魂。因為擔

心原有超自然存在的報復，而產生的不安全感，不但使得五條港人以祭拜、獻供

等行為去安撫、討好那些亡魂，同時也透過威力更大的神明去管制亡魂，使得他

們能安心地在這裡生活。 

 

另一方面，他們也是“失落者”。因為離開家鄉，五條港村民需要透過祭拜

家鄉的神明，來維持他們與家鄉的關係；並且，在新的生活世界裡，透過共同的

宗教信仰，與不同的人群結合，形成一個真正的“地方”以及地方感。家戶內外

與村廟那些唐山來的神明，使村民感受到強而有力的保護；拿督公及陰廟裡的陰

魂，則代表著新環境裡與村民妥協的亡魂。這些鬼神以及廟宇以一種具體的形式

存在於村民的生活空間裡，並且達到一種和諧共存的狀態，確保人在其中的安全

性及歸屬感。 

 

總之，這些宗教的實踐過程，幫助村民解決不安以及形塑集體認同。透過神

聖空間和廟宇祭祀活動，他們相信能夠安撫處在同一空間中的超自然力量，而使

這個空間變得較為安全；並且，從祭拜中建立與原鄉（神明）的連結，解決移民

造成的失落感。同時，在這過程中，村民從原鄉帶來的信仰觀念，也與新的物質

環境、政經文化背景碰撞融合，產生了獨有的面貌。換言之，五條港的社會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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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空間佈局，不但結合與反映獨特的文化信仰和宇宙觀，也是居民透過在地生活

行動，進一步形塑新的生活世界的過程。 

 

雖然越界是危險的，但同時，錯位的、越界的、異常的事物也蘊含著力量，

它是新秩序的開端。從個體的角度來看，“異常”或者被迫重新進入既有秩序框

架，接受既有社會規範；或者成為建立新秩序的先鋒。（Douglas，1966）第一代五

條港村民的越界，在長長的歷史過程中接受了馬來半島的社會規範，重新進入一

種秩序框架；同時在另一方面，村民與新環境的整合，也在他們的社會裡建立了

一種新的秩序。從這個角度而言，地方的建構從未完成，它一直是過程和實踐的

結果，也總是處於流變之中。 

 

五條港這個地方，作為以祖籍福建同安的華人為主的村民的生活場域，新家

園的產生可以追溯到五條港建村的百年歷史。然而以一種特殊的地理環境性質，

和聚落的地理邊緣位置，五條港的村民一直都對這個環境充滿不安全感；透過宗

教信仰的空間實踐，這種意象更加深刻。更重要的是，五條港村民從未將此地做

為死後的永久歸屬之地，在掃墓活動的實踐上，五條港村沒有得到任何強調──

墓碑上顯示的福建籍貫，使得五條港未能成為（任何一個家族）真正的家鄉，而

只能作為一個生活場域，卻不是最後的歸屬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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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結論 

 

一個地方的建構，是在歷史文化過程中，透過人與自然環境的互動、命名、

物質上的建構、人類的各種行為活動等，形塑而成的；在這樣的過程中，一個在

馬六甲海峽上的紅樹林小島邊緣的潮間帶空間，慢慢變成一個屬於馬來西亞華人

的“五條港村”、一個擁有其特殊社會文化秩序的地方。創造這樣一個地方，五

條港村民必須經營人與自然環境的關係、人與人之間的社會／公共關係、人與自

我的關係，也創造一種“居家感受”。家是地方的典範，衍生情感依附；地方與

人的情感聯繫，就建立在類同於家對人的價值及歸屬感上（Tuan，1991）。 

 

五條港聚落百餘年來的形塑過程中，各種不同因素──自然環境的變化、方

言／社團／民族群體的空間割據、經濟的興衰、社會文化變遷等，也不斷影響著

村民視這個地方為“家園”的感覺。透過本論文的分析和討論，主要可以總結出

以下幾個重點，可以提供思考與檢視聚落空間形塑和地方建構的動態過程。 

 

第一節 從空間到地方：一個家園的形成 

 

吉膽島原是無人居住的紅樹林島嶼。百餘年前一些住在巴生沿岸的中國移民

發現此區螃蟹產量豐富而前來補抓螃蟹，並在島的沿岸砍紅樹、搭建簡陋的居所。

這些中國移民把島上河流取名一至五條港，並且呼朋喚友來此定居，逐漸在吉膽

島上形成兩個以不同方言群為主的聚落──吉膽村及五條港村。在五條港聚落的

成長、停滯甚至衰退的過程中，一部動態的生命史活生生地上演著。透過五條港

聚落從 19 世紀末至今的歷史，可以了解近代中國移民在馬來半島上形成華人社會

的過程。不同的方言群體（如潮州人、閩南人等）、不同祖籍人士（如福建同安、

泉州等），為豐富的資源吸引而來，並形成各個層級的人群團體（從村落到社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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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個地方上的數個同鄉社團，也會慢慢演變成在地地域性團體。直到 1960 年代，

五條港的兩個地域性社團之間的鬥爭才平息下來，但仍舊留下了兩個中心廟宇，

人群仍形成某種形式上的分裂。 

 

經過數十年後，各個來自不同原鄉的人群已經被整合進五條港村的一部份；

村民對五條港村已經產生地方認同，將她視為一個屬於福建人、屬於華人的村子。

1990 年代印尼勞動人口的大量湧入下，使五條港村民覺得地方受到威脅，而有必

要將入侵的“別人”排除在外。在種族與勞資的對立下，村民將印尼工人清楚地

在空間上隔離開來；除了將他們的生活限制在漁獲處理空間裡，在公共場域裡（例

如娛樂場所）也另設專屬印尼人的消費場所。印尼人的湧入造成五條港聚落空間

的割據，危害到五條港村民對家園的安全感。 

 

在聚落的形成過程中，除了人群的碰撞與整合，島上居民還面臨著一大難題，

即生態地理環境上的適應。海上紅樹林島嶼的自然生態環境，除了豐富的海產之

外並沒有其他自然資源，亦沒有合適的土地可以用以栽種無論是糧食或是經濟作

物；居民唯一的生業活動便是漁業。而潮間帶的地理形式，迫使他們採用陌生的

“高腳建築”為家屋，並將整個聚落建築在高架之上，過著無法“腳踏實地”的

生活。不僅如此，海水隨著時間漲退，決定著五條港村民腳下的空間是海水亦或

空地，如此不穩定的環境，大幅度限制了村民的日常活動。 

 

自然地理形式上的差異，雖然致使建構環境也與原鄉大不相同，但並沒有就

此阻斷村民原來的文化習慣。從第一代移民來到吉膽島上開始，福建原鄉的許多

文化觀念便被一同擕來，並表現在許多物質形式（例如建築）上。村民繁衍後代

的同時，也傳承原鄉的傳統文化，而這些物質形式也同時傳遞了部份的文化觀念。

一代又一代的村民，在聚落發展過程中不斷在空間裡建構並實踐他們記憶中和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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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中的傳統文化──理想家屋的形式、祭拜神明與祖先的中廳、大門上高掛的堂

號、門口的“照壁”等等，便是令村民感到親切、熟悉的“傳統文化”的表現，

也是五條港村民用來建構“真正的家園”的要素。與原鄉大異其趣的自然空間和

人為的建構環境，便是如此在不斷地與環境妥協、不斷地實踐和創新傳統文化的

過程中，慢慢地形成村民所熟悉的環境，使五條港成為家園。 

 

第二節 異鄉、海土、高架與不安全感 

 

除了以高架建築引人注目以外，五條港聚落空間裡密佈的信仰空間以及儀式

活動也是個很大的特色。如今居民人口數不足千人，全村卻擁有接近 20 間各種性

質的廟──包括 5 間“鬼廟”。而且各家戶除了家內祭拜的主神、福神、地主公、

天公、祖先牌位之外，還有專屬的土地神（拿督公）。對五條港村民來說，在這個

海洋與紅樹林之間的聚落，充斥著看不見的超自然力量，威脅著他們的生存。而

來自原鄉的神明（家戶主神、村廟主神等）與在地的馬來裔拿督公，代表著村民

自身移民後代身份的多重性──即是中華文化的傳承者，又是馬來西亞國家公

民。 

 

這些充斥著五條港聚落的具體化的神與鬼，源自於五條港人一方面對於移民

行為造成的“踰越”而心理不安，一方面對於入侵這片紅樹林而擔心遭到超自然

存在的報復，還有一方面則是為了連結與原鄉的關係。因此，村子裡的各個角落

都安置了分別供奉神與鬼的廟，代表著各個超自然界（神、鬼、人界）共同維護

這個位於海洋與樹林之間的小漁村的安全。 

 

另一方面，五條港村民某種程度上仍延續著中國農村的傳統，認為真正的土

地必須是有經濟價值的，至少能種植或可以直接在其上活動。但吉膽島上的海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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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因為海水定時淹沒，還因為其含鹽量高、土質濕軟無法栽種植物，並且不易

於其上架設建物55，而使其缺乏經濟價值。與土地在空間上的實際距離，也在某種

程度上減弱了他們對這個地方的親近感，令他們感受到不能“腳踏實地”的不安

全感。而從五條港村民的埋葬行為來看，長時間浸泡在海水裡而且容易漂移的海

土，也因無法讓先人“入土為安”而不能算是真正的“土地”。 

 

“沒有”土地的五條港村，對於五條港村民來說不能算是個好地方。他們羡

慕那些“有山（指土地）有海”的漁村，也有不少人遷徙至那些漁村去發展。對

他們而言，不能在居住的島上置產（包括房子及土地），也就無法讓子孫在這個地

方代代傳承。另一方面，在風水學上這樣的紅樹林島嶼並不適於安置祖墳，歷來

村民都將逝者葬於對岸巴生市的墓園裡而非吉膽島上。不能做為祖先的長眠之地，

五條港村也失去了做為“永久的家鄉”的意義。 

 

第三節 矛盾的情感與變動的認同 

 

就這些種種的行為及觀念來看，五條港村民的地方認同存在著一種矛盾。在

百餘年的歷史過程中，他們以各種方式嘗試著融入這個環境，在某種程度上已然

適應了高腳聚落的漁民生活。在聚落空間和實體建築上表現出來的文化概念，也

使得五條港聚落充滿了令村民感到安心的傳統文化。對比於一般陸地上的生活，

五條港村民獨特的生活空間形成一種特殊的共同經驗，使他們對聚落產生一種明

確的認同，將生活了大半輩子的五條港村視為家鄉。 

 

但當他們以原鄉的宇宙觀、超自然信仰去面對、解釋這個新環境時，這個空

間帶來的強烈的不安全感，並沒有隨著對家園的熟悉感而消失。五條港村民無法

                                                 
55 近年政府在五條港村裡建置一座發電廠，地基打了 13 公尺深還未穩固，耗費了龐大資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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忽視聚落環境的“兇險”性質，另一方面，又因為習慣將逝者埋葬到對岸城市裡

的墓園，使五條港不能成為永久的歸屬地。因此，不僅顯示出將五條港村做為家

園的不協調；也因為無法成為長眠之地而不完整。對於家園的愛，以及不可掌握

的恨，使得村民在定與不定之間掙扎，充滿矛盾。 

 

正如五條港獨有的拿督公崇拜，其前身為以樹幹為形體的樹靈（或地靈），後

來轉變為馬來人形體的神像，在性質上屬於獨樹一格的“陰神”；祂即是“靈”

又是神，即是神，又帶有陰性。祂所代表的正是五條港人對於這個地方所持有的

曖昧不明的態度──既不屬於海洋，也不算陸地；既屬於馬來西亞國、也屬於擁

有強烈文化認同的華人；既是家園，又想要離開；既是家鄉，卻不永久。 

 

  在這些矛盾情緒下，五條港村民對於村子的未來並不樂觀。沒有土地──無

法置產、祖先不長眠於此；漁獲減少；城市的吸引力等因素，持續地造成五條港

人口的流失。村裡的廟宇慶典時節雖然有聚眾能力，但一旦親友也都遷離而沒有

房子可借住時，回鄉參加慶典也變得不可能。原本來自自然環境的威脅，如今轉

移到印尼人身上；許多村民認為五條港面臨印尼人多於華人的危機，即將變成“印

尼村”，而不再是一個屬於福建同安人的、安全而親切的家鄉。 

 

第四節 研究限制與未來發展 

 

五條港村的出現，是因為吉膽島周邊豐富的海產吸引了人群前來聚居而形成

的。從 90 年代人口開始流失，至今已有半數村民搬遷至城市裡；如今仍然留在村

裡的家庭，則幾乎都是因為成年男性仍從事漁業相關的經濟活動。出海捕魚對多

數男性村民而言，是生活最主要的重心，海上的世界，也是他們的生活裡重要的

空間之一。然而因為筆者本身在性別上的限制，除了一些近海的短程作業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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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難參觀真正的海上捕魚活動。對於海上的領域分配、空間運作、具體作息、文

化習慣等等情形，缺乏第一手的資訊，也無法體會漁夫們的感受。筆者認為這是

此研究中最大的缺漏與不足。未來若能解決此一性別上的侷限，相信能透過更了

解五條港的漁夫對於生活空間的感受，而具有更寬廣的視野。 

 

   因缺乏聚落歷史的文字資料，論文中的聚落發展以口述歷史為主，會因報導

人的記憶狀態而偏差，也會有性別、年齡、職業等等視角的問題。在發言者的性

別比例上，即使婦女做為傳統文化的主要傳承者，有自信的受訪對象／發言人多

數為男性；因為在公共領域裡活動的多數是男性，而婦女即使受訪，她們談論的

觀點常常仍是一種公共的（男性）觀點。對於生活型態有著很大差異的兩種性別

來說，她／他們對於空間的觀感應該有著明顯不同，但女性的空間感受，難以用

訪談方式得知，需要透過更長期而深入的觀察和分析才能得知。 

 

在資訊傳播無孔不入的 21 世紀，文化的同化已經難以避免；而在鄉村人口流

失的現代，五條港也有著沒落的危機。一些村民曾嘗試在五條港發展新產業，如

養殖貝類、養燕子等等，但都未有顯著成績。不過因為吉膽村近年來致力發展觀

光業，已成為馬來半島聞名的旅遊勝地；五條港村也因此連帶的提高了知名度，

而被當成吉膽村旅遊路線的其中一站。這樣的觀光特性，某種程度上似乎加強了

五條港村的邊緣／過渡性質。外來遊客的短暫駐足，雖然並未改變五條港村的產

業以及村民的生活型態，但對於村民對聚落本身和遊客所代表的外面世界的觀感，

卻已慢慢產生影響。 

 

五條港與其他馬來西亞鄉村類似，人群仍持續往城市及別的鄉鎮移動。但在

五條港出生、成長的人，即使離開了村子，仍帶著容易辨認的鄉音，也會強調對

於有著特殊空間經驗的家鄉的認同。在 21 世紀全球化的政治經濟趨勢下，五條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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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臨許多外來力量的衝擊──例如大量的外來移工進駐到聚落裡並分割出族群空

間，破壞了聚落空間的連貫性；相對於吉膽村及其他鄰近漁村的機械化捕魚技術，

五條港漁民的捕魚設備顯得落後而低效率，漁獲不豐直接影響了村民的生計，造

成聚落的負成長；而“小耳朵裝置”及網際網絡的普遍化，使得五條港村民更容

易獲得外界資訊，對外溝通也變得簡易頻繁。這些情形都對聚落的空間、生活形

態、經濟狀況、地方感、認同等等帶來明顯的影響，但這些現代化議題也是本論

文尚未能好好處理的部份。 

 

五條港村的建築形式的確表達了村民對遙遠原鄉的部份想像，摻合了中國建

築的一些要素；他們透過空間的安排和利用來建立與祖先、與地方的關係，也可

以讓我們看出這群東南亞華族移民對於“傳統”文化的態度以及本土化的面貌。

但，更值得探討的是，五條港的生態地理環境和文化之間的碰撞及匯合，如何形

構出聚落的形態和空間模式。研究其文化、歷史、生態與聚落空間形成的關係，

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聚落空間的形成過程，也可以補充移民研究在空間討論上不足

的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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